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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想象·空间探索 

——发刊词 

 
梅新林（MEI Xinlin），方  英（FANG Ying） 

 

《国际地理与空间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简称 JGSS）

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和一年多时间精心筹划，今天终于出版了创刊号，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学术盛事！ 

本刊之所以命名为《国际地理与空间研究学刊》，首先在于“国际”（international）视野与格局的

定位，也就是密切关注与反映国际学术界地理与空间研究的前沿动态与成果。关于“地理”（geography）

与“空间”（space）的关系，一种是统而言之的“地理空间”（geographic space）概念，这是一个融合

了“地理”与“空间”的复合概念，意指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三维位

置范围与分布格局；另一种则是析而言之的“地理”与“空间”的不同意涵。地理学最初产生之际，

即以地球表层“空间”为研究对象，所以地理学科发展演变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不断重构“空间”

的历史。其中空间是地理学的“容器”，而地理学则为空间注入了“内涵”。没有空间的“容器”，地

理学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本体，而没有地理学的“内涵”，“空间”也就沦为了一具空洞的躯壳。本刊并

不执念于“地理空间”“地理—空间”的分合关系，但高度认同“地理”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故

而以“地理想象，空间探索”为学术宗旨，意为以地理想象的思想智慧为指引，运用空间科学的思维

与技术，去认知、解析并优化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地理想象”是“道”，意指地理认知的智慧

与灵魂；“空间探索”是“术”，意指空间技术的实践与工具，彼此互为表里、相互赋能，但又可以相

互转化，相互成就。 

地理与空间研究是当今的一个学术热点，从国际地理空间研究的学术前沿动态观之，目前正处于

一个智能革命与理论突破并重的时期，并深刻影响着学科交融、命题转换、理论创新与范式重构。鉴

于此，本刊重点关注以下九大核心论题：一是空间本体论。其学术重心在于对地理空间本体的哲学思

辨，旨在探讨地理空间的本质含义，为地理空间研究的根基所在，由此发展为地理空间哲学。未来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 

JGSS   Vol. 1, No. 1, 2026, pp. 1-4. 

Print ISSN: 3105-1294; Online ISSN: 3105-130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ssjournal.com  

DOI：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01  

 

 

https://www.gssjournal.com/
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01


JGSS               Vol. 1, No. 1, 2026                https://www.gssjournal.com 

 

 

发展方向需要从纯粹的形而上学思辨拓展至对人类生存境况与意义的深刻关怀。二是空间关系论。此

为从地理空间哲学思辨走向地理空间研究实践的重点方向，也是从传统地理学走向现代地理学的核心

标志，目前学界所重点关注的是以下三种空间关系：拓扑空间关系（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方向

空间关系（directional relationships）、度量空间关系（metric relationships）。未来的重点方向是建立一

种关于如何优化空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如何栖居于这个世界的新型伦理。三是空间认知论。其关注

重点从“物理空间”转向“心理空间”，地理学中通行所称的“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

“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与“空间相似性”（spatial similarity）三大定律，即是地理空间

认知论的重大成果，然后被奉为分析世界的“法则”，又进而上升为地理空间认知工具论或模式论。

其未来发展趋势将深度整合各种空间智能形态，通向一种更具解释力、适应性和人文关怀的空间认识

论。四是空间生产论。从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所总结的空间“三元辩证法”（une dialectique de triplicité），到美国学者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提出的“第三空间”（thirdspace）概念，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最为深刻的重铸，

也是从侧重于揭露与批判向更强调开放与超越的重大转向。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结合不同区域和国度

综合优化为实证分析工具与社会分析语境。五是空间叙事论。旨在矫正传统叙事学以时间为支配性维

度的观念，强调空间在意义生成和故事构建中的核心作用。以色列学者加布里尔·佐伦（Gabriel Zoran）

《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中系统构建了由地形层

（topographical level）、时空层（chronotopic level）、文本层（textual level）构成的三层结构模型，是

对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时空体”（chronotope）理

论和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空间形式”（spatial form）的传承与发展。其未来发展趋势是从

文本静态的空间表征分析，转向动态化、交互化、虚拟化的空间叙事实践，在智能体、非线性、个性

化叙事演进中，重塑故事的讲述与体验方式。六是空间图像论。图像是人类的第二语言，不仅仅是用

以描绘空间，更是在主动地生产空间，因而空间与图像是一种相互构建的关系。但当今学界存在重虚

拟与实体图像的不同取向。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借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概念，进而提出了“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

理论，都是意指虚拟地图；而意大利学者佛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

1900》（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绘制了 91 幅文学地图，并与文本构成图文互文关系，

则是意指实体地图。目前，中国学界正在酝酿和启动规模宏大的图像知识谱系建构系列工程，必将为

空间图像论研究提供中国智慧与成果。七是空间传播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将空间视为

传播发生的“舞台”，研究传播的空间分布和演化过程，以瑞典学者托斯滕·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所提出的“空间扩散”（spatial diffusion）理论为代表；二是将空间本身视为传播的“产

物”，研究媒介如何利用传播技术塑造虚拟空间，以美国学者保罗·亚当斯（Paul C. Adams）提出的

“四象限”（four quadrants）模型为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更加凸显空间对话、互鉴、交融的重要意

义与价值。八是空间技术论。回望人类地理空间研究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初级空间研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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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研究”—“系统空间研究”三个阶段的演进，即从注重静态现象描述走向因果关系分析再到目前

的模型建构与智能预判。未来技术革新的方向是从“数智地理”走向“星链智能地理”，不仅将彻底

改变我们感知和理解地球空间的方式，而且深度赋能未来新型地理空间的重构，并期待共建一个更加

智慧、更加和谐、更加温馨的未来世界。九是空间隐喻论。英国学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文化

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将文学地理景观视为一个象征系统，通过对雨果《悲惨世界》与左拉

《祝夫人们快乐》的文本分析，重点揭示了巴黎城市文学景观光明与黑暗的“权力地理学”，以及男

性与女性的“性别地理学”的深刻意涵。那么，作为客体存在的地理空间为何以及如何被赋予各种意

义？归根到底则是缘于人类对于地理空间“价值内化”的结果。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人类主

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超越、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象征意义。《红楼

梦》中的“金陵”，鲁迅小说中的“故乡”都是如此。伴随“价值内化”的过程，就是从空间形态的

重塑不断走向空间意义的追问，于是终点又回到始点，与空间本体论遥相呼应、息息相通。以上九大

论题分合有度、相互交集，既是目前国际地理空间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本刊所重点关注的前沿领域。 

由空间本体论等九大论题归结于地理空间研究的学术原点，也就是美国地理学家杰弗里·马丁

（Geoffrey J. Martin）所著《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所总结的三大命题：（1）“它在哪里？”（2）“它是什么样的？”（3）“它意味着

什么？”。首先，提出“它在哪里”意味着地理学的首要问题是空间定位，马丁甚至认为，如果地理

学不能回答这个首要问题，那么即使是对我们世界最清晰的描述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其次，处于中间

的“它是什么样的”代表了从空间定位走向意义追问的思维过程与结果；最后，归结于“它意味着什

么”，旨在探索和阐释地理学的意义世界，表明地理学的终极指向是意义追问。在此三大命题之间具

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彼此不可或缺、相辅相成而又依次递进。如果以我们所创建的“新文学地理学”

的“三原”理论与此相比较，则彼此既有内在契合之处，又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所谓“新文学地理学”，

是基于全球从“地理学”到“新地理学”、从“文化地理学”到“新文化地理学”的学科逻辑，然后

从法国最先诞生的“文学地理学”推绎中国本土的“新文学地理学”，并重点创立了“版图复原”“场

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构的核心理论。（1）版

图复原。即通过文学家的籍贯地理、活动地理与传播地理的分布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

学图景，此为“三原”理论根基之所在。（2）场景还原。处于“版图复原”与“精神探原”的中间环

节，处于文学地理学“三原”理论建构的枢纽地位，其主旨导向集中体现在三个“回归”，即回归生

命现场，回归鲜活样态，回归人文精神。（3）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包括形而下与

形而上的不同取向，但其最高境界应是生命意义之追问，具有开放性、深邃性与永续性的特点。“精

神探原”的“空间矩阵”结构呈现为：“精神探原”的基点——“诗性空间”；“精神探原”的开放性

——“文化空间”；“精神探原”的深邃性——“原型空间”；“精神探原”的指归——“终极空间”。

“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的提炼，正好契合了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

学科的内在需要，也标志着“新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完成。然后又由“版图复原”“场景还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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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落实于“外层空间—内层空间”“叙事空间—隐喻空间”与“文本空间

—图本空间”的三维模型，从而为构建“新文学地理学”奠定空间阐释学基架，具有创新学术范式与

方法的重要意义。 

本刊是一本同行评议的纯学术期刊，由香港 HIEP 出版社出版，由美国著名文学空间研究学者得

克萨斯州立大学罗伯特·塔利教授担任荣誉主编，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方英教授担任主编，并

邀请中国、美国、印度、菲律宾、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

芬兰、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内外 30 位著名学者担任编委。本刊每年出版 2 期，同时刊载中文和英文

稿件。按照国际惯例，打破栏目界限，但通过内容权重以凸显重心所在：将聚焦跨学科研究的前沿话

题，及时反映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将持续推进“新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建设，逐步促成“新文学

地理学”学派的创立；将有计划地推出系列重点前沿论题展开讨论与争鸣，本期率先刊出方英教授的

《比较文学地理学构想》（“Towards a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与塔利教授的《幻觉之境与遗

忘之境：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空间、地方与寓言》（“Realms of Illusion and Oblivion: Space, Place, and 

Allegory in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两文，分别重在理论构建与典范探索，以期引起学界同仁

的持续讨论；将积极鼓励人工智能赋能地理与空间研究的前沿探索，为地理空间研究的数智赋能提供

新型方法与路径；将长期征集名家访谈和书评，旨在及时反馈最新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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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然而我们既已仰望同一片学术的璀璨星空，便当以脚步丈量地理的

山河冰川，以心灵听从空间的神圣召唤，以初心点燃不灭的灯火，以智慧抵达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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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global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geography has ren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between nations increasingly imperative, while also enabl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as a distinct subfield. With respect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landscap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academia, there appears to be a dearth of systematic discourse on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r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This paper thus endeavors to develop an 

academic system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CLG), with a focus on exploring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of CLG, particularly its nexus wi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uman) 

geography, and the “New Literary Geography” (NLG) proposed by MEI Xinli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LG constitute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lm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uman) geography, 

embodying the dual attributes of both disciplines. Moreover, it aligns with the academic tenets of the NLG 

and functions as a subfield and research direction thereof. Second,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CLG, 

encompassing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methodologies, and key concepts. The paper posits that the CLG 

features a “comparative” dimension spanning both literary and geographical scholarship: it entails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and regions, as well as geographical 

inquiries in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ch as the geographical routes and regional variations of transnational 

literary dissemin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enres, intellectual trends, and motifs. 

Third, the primary research domains of the CLG, including 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genre-spatiality studies, 

spatial thematic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comparative) geopoetics, and other related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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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比较文学地理学构想 

摘要：文学地理学在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之间文学地理学的比较研究变得日益重要，

而且建立比较文学地理学这一分支领域也成为可能。就中文和英文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而言，似乎还没

有关于比较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或学科建构的系统讨论。因此，本文尝试建构比较文学地理学学术体

系，将探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其一，比较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尤其是与比较文学、（人文）地

理学和梅新林提出的“新文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比较文学地理学属于比较文学与（人

文）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具有这两个学科的双重属性；而且将坚持新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理念，并构成

其分支领域和研究方向。其二，比较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包括理论框架、研究方法、重要概念等。

文章指出，比较文学地理学具有文学与地理两个学科的“比较”维度：既包括不同国家和区域文学地

理（学）的比较研究；也包括比较文学的地理学研究，如文学的跨国传播的地理路线和地域变异，文

类、思潮、母题的跨国界地理分布等。其三，比较文学地理学的主要论域，包括区位论、空间主题论、

文类空间论、（比较）文学绘图论、（比较）地理诗学等。 

关键词：比较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研究范式；比较地理诗学  

作者简介：方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空间研究、叙事学、比较文学，电邮

为 ttbetty@126.com。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geography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ith a vast body of scholarly publications that have continued to grow explosively. In 

a 1953 address titled “Le problème et les problèmes de la géographie littéraire” which was later included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is Géographie Littéraire (202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46), André 

Ferré noted that, just as geography is conceived as an integrated field of study, literary geography has,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evolved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2025, p. 91).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specially in the 21st century, a number of Chinese scholars—such as YANG Yi (杨义) in The Syncretism of 

Literary Geography (2013) and MEI Xinlin (梅新林) in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ry Geography” 

(2006) and Principl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2017), among others—have also advocat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literary geography as a formal (sub-)discipline. While the literary geographies rooted in the 

two “parent” disciplines of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diverge significantly in their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with distinct yet overlapping and mutually referential research foci, the global 

prolifera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has ren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across national 

contexts increasingly imperative. Concurrently, this proliferation has made feasibl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as a subfield. 

Based on the scholarly work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ccessible to the author, there seems to be no 

systematic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or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not to mention the efforts to make it a 

new academic field or sub-disciplin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articles have addressed topics that can fall 

within the pur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studies. For instance, Martin Leer (1990)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geographies of Canada and Australia and referred such research as “a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Laurence Publicover’s “Drama and Performance”—included in the section 

of “Forms and Genres” of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iterary Geographies (Alexander, 2025, pp. 347-

357)—examines how European plays and performance construct geographical sites, and this analysis 

implicitly constitut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rama geography” of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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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France, Italy, Spain, and Germany); Sheila Hones’s article “Relational Literary Geographies” 

included in the same book (pp. 30-39) exemplifies a kind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conducted at a scale tha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in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geography and comparative/world literature, certain topics pertaining to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are addressed (see e.g., Laachir et al., 2018; Domínguez, 2011). 

With respect to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MEI Xinlin and GE Yonghai (葛永海) (2017), in their work 

Principl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proposed that literary geography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pp. 251-304), and conceptualized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as one of its sub-fields (p. 299). However, they did not provide a more profound discussion 

of the core issues pertaining to this sub-field/academic system.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present paper seeks to develop an academic system for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CLG), with a focus on exploring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of 

CLG, including the inquiries into its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 intellectual lineag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nature; second,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CLG, mainly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key concepts and critical terms; third, the primary domains and topics of CLG, such as the 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spatial thematic studies, genre spatiality studies, literary cartography, geopoetics, and other related 

domains.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Ferré argued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ving emerged as a distinct subject, can already be situated within 

the 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geography” (p. 61). This observation reveals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herently entails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perspectives and may even adopt geograph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other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ar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geography; conversely, research of literary geography should incorporate cross-national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ative approaches, all of which constitute core elements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CLG). 

Ferré’s insight thus foreshadowed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LG as a formal academic system. In 

contrast to Ferré, MEI Xinlin (2017) explicitly pointed out the positioning and core tasks of CLG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geography: “CLG primarily refers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that 

transcend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boundaries. . .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ry Geography, its tasks 

include fully illuminating the uniqu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in and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aws governing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and even uncover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human cultural development.” (p. 299)1 

Building on and inspired by the work of Ferré and MEI, this section intends to examine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of CLG, including its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 intellectual lineag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disciplinary nature. 

In terms of its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 CLG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uman) geography, embodying the dual attributes of both parent disciplines. CLG research 

 

1. The quotation in Chinese is “主要是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地理的比较研究……从世界文学地理的角度着眼，

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地理所特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地理发展的内在规律，乃

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地理学的任务。” (Elipsis add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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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integrate the theories, methodologies, and thematic concerns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while 

intersecting, overlapping with, and collaborating with such sub-disciplinary areas as geocriticism, geopoetics, 

spatial humanities, spatial criticism, and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among others. CLG maintains close 

connections and even overlaps wi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uman) geography, and literary geography, even 

to some extent subsumed under these three fields.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first examine CLG’s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three fields/disciplines.  

The relationship of CLG wi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sense,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argely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literary geography studies. The CLG explored in this article not only 

constitutes a novel domain and direction with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ut also enriches, innovates, and 

transcen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ile also standing 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ield. This field will integrate 

the theoretical systems, academic lineag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dopt its 

comparative methods and spirit, and adhere to a cross-linguistic, cross-nation, cross-cultural, and cross-

disciplinary research model. 

The relationship of CLG with (Human)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shares an inherent affinity 

with literature in research issues and scholarly values, serving a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conceptual references for literary geography, including CLG. In Literary Geography, Sheila Hones  

(2022) argues that “[h]uman geography today is characterised not so much by a particular subject matter as 

by the way it approache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activities by reference to concepts such as space, scale, 

mobility, representa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p. 2). Hones’s observation discloses that the core of 

human geography lies in a suite of spatial concepts and their associat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Drawing on this insight, this article posits that CLG should, while upholding a literature-

centered orientation, draw intellectual sustenance from (human) geography. Specifically, it ought to integrate 

theories,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ies from geography, particularly human and cultural geography, and 

adapt the discipline’s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thematic foci, core concept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to interrogate literary phenomena. CLG place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geographical spaces and literature of different nations. In such inquiries, the methodological tools 

and analytical lenses of (human) geography can provide critical support and inspiration for CLG. 

The relationship of CLG with “New” Literary Geograph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ystem 

in New Literary Geography”, MEI Xinlin (2017) articulated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 “New” Literary 

Geography (NLG) and conducted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core issues inherent to this academic realm. 

The “newness” of MEI’s NLG lies in its transcending the frameworks and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geography and Western literary geography; and in that it aims 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 novel 

theoretical system, explore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carve out new academic domains, with a 

dedicated focus on establishing literary geography as a discipline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LG 

addressed in this essay will adhere 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academic ideals and tenets of the NLG proposed 

by MEI, largely serving as one of its subfields and novel exploration in new directions. It is noteworthy that 

CLG employ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thereby expanding the research boundaries of 

NLG and forging new research trajectories. 

With the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 of CLG clarified, this article proceeds to outline the pathways and steps 

for the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First, it is proposed to offer CLG-

related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such as elective courses for graduates explicitly titled as “Comparative 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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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or a module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included in such courses as “Literary 

Geography” or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Second, prior to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Literary Geography as 

a discipline, CLG may be positioned as a domain within the secondary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contributing to and enriching its development. Once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Geography is formally established, CLG can then be designated as an independent domain or subfield under 

this discipline. 

   

Research Paradigm of CLG 

 

As previously noted,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CLG)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integrates the 

attributes and features of bo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uman) geography. In essence, CLG embodies the 

“comparative” dimensions and perspectives inherent in both disciplines. On one hand, it undertakes research 

of inter- and cross- national literary geographies through comparative methodologies, encompassing 

tran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ry landscapes, writers’ biographical cartographies, and geopoetic 

concepts, or comparative inquiries into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and spatial ideologies of different 

nations/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offers ge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amely, 

conducting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from a geographical standpoint and within 

a geographical framework, such a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geographical routes and regional variations of 

transnational literary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analyses of the transnation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ry genres, trends, movements, and motifs and their divergences across different nations and region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overlap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Making such a 

distinction is merely for the convenience of discussion, and CLG is not simply the sum of these two aspects 

but rather an integration of the two disciplines, two respectiv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ologies. 

Therefore, when conducting such research, one should not be preoccupied with whether CLG belongs to 

literary studies or geographical studies. Instead, they ought to integrate the strengths, theories, research 

questions, and methodologies of these two disciplines and related fields to illuminate literary phenomena, the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existence,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Ferré argued (2025) that literary geography should not function as a deductive discipline but should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classification (p. 96). He proposes that the linguistic framework should be prioritized, 

followed by those of nations, races, and social groups. Inspired by Ferré,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LG can draw 

on and integrate the research framework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uman) geography. First, it should 

borrow the framework of literature, such as that of literary trends, schools, genres, theories, themes, and 

imag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framework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tably, core domains and 

topic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including imageology, thematology, genology, and the like) 

inherently contain elements relevant to literary geography, all of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CLG’s primary framework. Simultaneously, CLG should also reference geographical frameworks, such as 

cultural regions, linguistic regions, nation-states, subnational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urban spaces. 

Additionally, it may employ othe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rom spatial studies, including scales, spatial 

typologies, mobility, and cartography. By integrating the aforementioned frameworks and classifications, 

CLG can focus on several major research areas that simultaneously engage literary studies, geographic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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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parative inquiry and that collectively form a multi-dimensional, stereoscopic framework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domains: 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spatial thematic studies, mirror-space studies, 

genre spatiality studies, studies on overseas literary dissemination,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comparative) geopoetics, among others. Several of these domains will be further elaborated in the third 

section of this paper. I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these research domains exhibit a spectrum of scales and 

interconnections spanning macro to micro levels: vertically, from the global space and cultural regions, down 

to nations, cities, and even specific geographical phenomena or information; horizontally, including 

comparisons on the same hierarchical level and of complex connections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literary 

dimension, the focuses lie on several topics and perspectives with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 relevance, each 

with distinct emphases yet overlapping in scope. Overall, no matter what specific domain or topic CLG centers 

on, it must concurrently account for the framework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as well as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se two disciplines, rather than merely using one discipline to explicate or validate the 

other.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frameworks, CLG should also integrate knowledge, theories, topics, and 

methodologies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fields including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geography, 

and spatial studies, while drawing on, synthesizing, and reinterpreting relevant concepts and terminologies. In 

terms of critical terminologies, concepts meriting such engagement include geographical gene, myth of the 

homeland, literary landscape, literary pilgrimage, spiritual magnetic field, transmission rout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writer geography, text geography, internal space, external space, narrative space, metaphorical 

space, place, mobility, contrapuntal reading, nomad, deterritorialization, among others. For research 

methodologies, comparative studies that transcend national, regional, linguistic,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Concurrently, it should integrate influence studies and parallel studies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longside geographical methodologies such as cartography,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ck 

description, and fieldwork, as well as approach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Major Domains and Topics 

 

The CLG, to be conceived 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s well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rooted in or deeply 

connected with multiple disciplines, is characterized with its own distinct problematic, that i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on a scale transcending national boundaries. This overarching 

problematic involves, or “generates”, a series of closely related problems and topics,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veral major domai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nd discuss these domains and their topics by 

integrating the knowledge structure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major areas and top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uman geography and by always adopting a cross-national-border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combining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aesthetics and geography/space.  

Based on the common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literary geograph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writer 

geography, reader geography, text geography, geography of literary genres, geography of literary theory, 

geography of literary dissemination,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so on. As another major source of thought and 

supporting discipline for CLG,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inly includes 

imageology, thematology, genology, comparative poe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study of literary trend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the like. As such, the essay tentatively pro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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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domains of the CLG such as 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spatial thematic studies, genre spatiality 

studies, geography of literary dissemination, comparative geopoetics,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so on. 

 

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The concept “region” here not only refers to the geographical areas o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within a 

nation, but also denotes a territory tha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goes beyond the scope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a territory including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share similar cultures, languages, ideologies or political 

interests, such as the Caribbean region,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like. As such, the 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in CLG mainly focus on macro-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that is, the differentiation laws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of literature within the global or continental scope,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regional literature 

among nations. Take as an example,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writers in Caribbean literature and the differences of spatial imagin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o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thern United States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of Chinese Sou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in CLG are related to the division of the global literary map as well as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is map. By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on different scales, the global literary map can be divided into Global South literature and Global North 

literature, Oriental literature and Occidental literature, and Asian literature, European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African literature and Oceanian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Caribbean literature, and so on. The division of literary regions 

can also draw on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circles and cultural regions (MEI & GE, 2017, p. 317), as well as 

the larger-scal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circles. Thus, the global literary map can be viewed as including Latin-

Christian literature, Islamic literature, Confucian-East Asian literature, Pacific literature, and African literature. 

It can also be observed by a more general separation of continental literature versus maritime literature. While 

listing various types of division, this article does not insist on a unified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 but rather 

advocates that region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CLG should adopt a global perspective (or even a planet view) and 

an inter-and-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approach. More significantly, the regional literary studies in CLG are 

intended to remap world literature and re-examine its composition,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literatures of different nations and regions, and further advance the struggles for peace, 

understanding and anti-hegemony in the world.  

 

Spatial thematic studies 

Common spatial themes in literary geography include the mythic space, memory space, home, hometown, 

foreign land, Eden, Arcadia, capital city, exotic imagination, literary landscape, and some spatial oppositions 

with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me, such as center and periphery, at home and away from home, hometown 

and foreign land, settlement and on the move (adventure, wandering, drifting), and so on. The spatial thematic 

studies in CLG adhere to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patial themes in different national 

literatures, such a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ythic space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search on spatial 

archetypes in world literature (such as home, Eden, wilderness, corne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xotic 

imagination in Euramerican and Chinese fiction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or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writing of capital cities in Chinese and British, or British and French, nove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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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is the frontier 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theme.In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studies of the frontier, 

one can examine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exhibited i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frontier landscapes and the 

human-frontier relationship in the frontier narratives of different nations. 

The research of literary landscapes has become a pivotal topic in literary geography and forms an 

essential dimension of the spatial thematic studies examined in this article. Given that literary geography 

investigates both intratextual spaces and extratextual real world, literary landscap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intratextual and the extratextual landscapes—namely, landscapes depicted within literary works and “cultural 

sites” in the real world. Extratextual landscapes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he static and the dynamic: The 

former includes famous and “sanctified” literary sites like Shakespeare’s birthplace or Lu Xun’s residence in 

Shaoxing, while the latter encompasses literary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sites, such as literary tourism 

and “literary pilgrimage” discussed by Ferré (2025, pp. 57-60, 92, 102). These activities themselves represent 

a distinctive form of literary landscape. The study of literary landscapes within a single nation-state typically 

centers o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s inscribed in literary landscapes themselves, 

or else serve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local image construction. By contrast, the CLG foregrounds cross-

nation literary landscape studies. It conducts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literary landscapes in the literatures of 

different nations, interrogates the underlying differences in their literary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investigates 

the potential mutual influences between the literary landscape writing in different national literatures. 

 

Genre spatiality studies 

John Frow (2006) conceptualized genre as “relatively bounded and schematic domain of meanings, 

values, and affects” (pp. 85-86), a definition that implicitly underscores the spatiality of genre. Indeed, the 

typological properties of genre are often manifested and determined spatially, that is, different genres typically 

employ distinct mode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exhibit unique category-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Spatiality, Robert T. Tally Jr. (2013) discusses Frow’s 

definition of genre and thereby proposes that “genre is itself a sort of map, since the generic parameters help 

to establish the projected ‘world’ of the story” (p. 55). Beyond analyzing the affinities between genre and 

cartography, Tally further posits that “the genres can be understood in rela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 of space 

and time, among the other elements of a narrative” (pp. 55-56). Taking Gothic romance as an example, Tally 

observes that its unique architectural style renders the characters’ movement in this space inevitably different 

from the activity patterns in an allegorical epic or a picaresque satire. Tally’s discussion reveals that a given 

genre often possesses its own unique spatiality—including narrative settings, characters’ spatial behaviors, 

an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plot progression, among other elements—and that the spatial features of a genre 

often constitute its defining traits. Following Tally’s line, we can take the Bildungsroman as an example. It 

not only features a specific plot pattern but also a certain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The protagonist left their 

familiar place, then after venturing into the unfamiliar, experiencing a series of spatial movements, 

encountering various spati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al geography, gained new knowledge and even 

“epiphany” because of the new spaces and the people and events associated with them, thereby achieving 

“growth” (FANG, 2024, pp. 305-306). Similarly, adventure narratives, maritime novels, frontier narratives, 

diaspora literature, detective fiction, utopian novels, fantasy narratives, urban fiction, and the like, all possess 

their own genre-specific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often ho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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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can examin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changes of the 

spatiality of different genres on a transnational scale, as well a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 certain genre in 

the literatur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especially conducting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ir spatial differences. For 

instance,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the study of the picaresque novel can 

explore how the spatial patterns, characters’ movement trajectories, and the main spaces of the genre have 

changed in their development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such as from the 1554 Spanish Lazarillo de Tormes 

to the subsequent picaresque novels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for example, Oliver Twist by Charles 

Dickens). Additionally, within the scope of world literature, one may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and mutual 

influences of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utopian novels, 

including dystopian works. Science fiction, as a subcategory of utopian literature, is particularly well-suited 

for analysis through the lens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For example, what divergences exist betwee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in terms of spatial scales, typology, and 

contradictions? And what insights do these divergences offer regarding the differences in temporal-spatial 

concepts, cosmologies,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ikhail Bakhtin’s research on the chronotope stands as a paradigm for inquiries into the spatiality of 

literary genres as his discussion reveals the distinct categorical traits of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temporal 

arrangement) of different genres.As Bakhtin (1981) explicitly asserted, “The chronotope in literature has an 

intrinsic generic significance. It can even be said that it is precisely the chronotope that defines genre and 

generic distinctions. . .” (pp. 84-85) Taking this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Bakhtin conducted a diachronic 

examination of the evolving chronotopic features of major narrative genres in Europe, spanning from ancient 

Greek romance, ancient Roman novels, chivalric romance, the carnivalesque fiction of François Rabelais, and 

to the 19th-century European novel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Bakhtin’s studies on chronotope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alm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he undertook a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otope in novels, but also because his discussions encompassed 

novels from European contexts including ancient Greece, Spain, Italy, France, and Russia. In other words, his 

work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it offers profound insight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to the diverg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e 

genre across the literary traditions of different nations, namely, for the genre spatiality studies in the realm of 

CLG.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Ferré’s monograph Géographie Littéraire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world’s earliest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field of literary geography, which has included 23 maps centered on the writer’s 

information that fall under the rubric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While Ferré can be regarded as a pioneer in the 

study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Franco Moretti and Tally stand as two leading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 this 

realm, both having helped catalyze its rapid emergence as a prominent academic focus within global literary 

studies. Moretti has conducted abundant cartographic research of literary texts, genres and eve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ontrast, Tally has formaliz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he mainly 

uses literary cartography as a metaphor to refer to the writer’s writing, and the figure of map to a literary work. 

MEI Xinlin, a preeminent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 of literary geography,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artographic criticism (地图批评), integrating Tally’s literary cartography, Moretti’s research on 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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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 and graphs, and China’s time-honored tradition of wenxue tuzhi (文学图志, map-illustrated literary 

histories). Grounded in the long-established field of Chinese Literary Geography, MEI argues that 

cartographic criticism should entail the mapping of both internal textual spaces and external real-world spaces, 

thereby forging multifaceted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verbal text and the cartographic text.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Ferré, Tally, Moretti, MEI, and other scholars, the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encompasses writer maps, text maps, literary form maps, literary 

consumption maps, and literary dissemination maps, among others. Here, the terms “map” and “cartography” 

are employed both literally and metaphorically. Furthermore, the cartography in this study extends beyond 

conventional maps to include abstract data visualizations such as charts, tables, and schematic diagrams. 

The writer map refers to a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life experienc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trajectories 

of the writer. It may take the form of a biographical map that encompasses key life events and places of 

residence throughout the writer’s lifetime, or a map focused on their specific life stages or critical literary 

activities—such as a map of overseas sojourns or a map of loc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ir major works. It can 

be an overview map covering their entire life, or a collection of maps concern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ir life 

and literary creation. These maps can mark the sites including the writer’s birthplace, residences, place of 

death, and primary living locations, thereby delineating their travel itineraries and literary activity trails (which 

may further include sites of their major work writing, locations of exchanges with other prominent writers, 

and venues of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ame literary school, among others).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emphasizes maps of the writer’s life experiences in foreign/overseas contexts, while also focusing on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biographical maps, travel maps, and creation maps of the writer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For instance, in Literary Geography, Ferré (2025) included and analyzed maps such as those of 

Charles-Pierre Baudelaire’s journey to the East (pp. 31-33) and Michel de Montaigne’s travels in Italy (pp. 

37-38), which fall within the research pur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Literary text maps encompass two primary categories: first,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maps of literary 

works, including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f key locations, landscapes in the text,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real-world geographic data; and second, characters’ cognitive maps and itineraries of their activities.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literary cartography between comparable works of different nations not only falls 

within the pur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ut also constitutes a core compon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Literary form maps refer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literary genres, and forms. CLG investigates such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n a 

transnational scale. For example, mapping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offers an intuitive demons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nd radiating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other case is the cartography of sonnets in Europe and its global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This not only reveals disparit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enthusiasm for sonnets (and their temporal shifts 

across historical periods) but also highlights that sonnet production remains quite limited in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re are even vast blank spaces in certain regions on the global sonnet creation map.  

Literary consumption maps can help examine readers’ reception of specific works, writers, or genre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underlying economic,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on the reception. From the CLG 

perspective, such research may focus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oss-regional disparities embodied 

in literary consumption. Literary dissemination map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nd even partly overlap with, 

literary form maps and literary consumption maps, but this category diverges from the other two in their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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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Here, the emphasis lies on the dissemination routes of specific works, writers, theories, or intellectual 

trends, as well as the regular patterns of change they exhibit across historical periods. For instance, in The 

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 (1998) and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2005), Moretti looks at how novels or other literary forms “circulate in space, through a literary 

marketplace and the various geographical domains (e.g.,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in which reading and writing 

occur” (Tally, 2013, p. 100). Moretti’s discussi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especially his observation 

through drawing graphs, diagrams and maps, stands as a paradigmatic example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When 

such inquiry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a single nation-state, it falls within the pur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Comparative) geopoetics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concept of “geopoetics”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French philosopher 

Michel Deguy in the 1960s. Later, together with Kenneth White, he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this concept 

and its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s. According to Michel Collot (2014), the geopoetics they 

advocated serves to emphasize that the relevant criticism is a response to a specific state in literary creation, 

a state in which significant weight has been given to geographical space and related inspirations (p. 232). 

Subsequently, numerous scholars have engaged with geopoetics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ample, 

Collot’s geopoetics refer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space, literary form, and literary genre, 

so as to establish a poetics of creative potential and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2014, p. 233). Collot 

conceptualizes geopoetics in two dimensions. On one hand, it denotes the study of literary form, concer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ery of place; on the other hand, it functions as a poetic theory (poïétique), 

centered on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creation and space (p. 242). While there has been 

a considerable body of scholarship on geopoetics, the majority of these works focus on examining geopoetic 

issues pertaining to specific writers (see, e.g., Smith, 2015; Cresswell, 2017) or literary trends such as Rebecca 

Walsh’s The Geopoetics of Modernism (2015). Geopoetics in Practice is a breakthrough book which examines 

dynamic intersections of poetics (mainly in the sense of poetry studies) and geography and observes “how 

poets engage with geographical phenomena through poetry and how geographers use creativity to explore 

space, place, and environment” (Magrane et al., 2020, title page). To date, there appears to be a dearth of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to comparative geopoetics, and even less a systematic treatise on the subject. 

In their monumental work Principl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MEI Xinlin and GE Yonghai (2017) 

conceptualized geopoetics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ir literary geography system, with a focus 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at provides foundational support and intellectual guidance for the entir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geography (p. 21). This paper aligns with their viewpoint, regarding geopoetics as the inquiry into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concepts, terminology, and methodologies pertaining to literary 

geography. On this basis it conceives Comparative Geopoetics as trans-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geopoetics, encompassing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 overarching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systems, 

theoretical categories, terminological concepts, and related dimension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Instances 

of such research inclu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ANG Yi’s literary map, MEI Xinlin’s cartographic criticism 

and Tally’s literary cartography, or of Tally’s geocriticism and Bertrand Westphal’s La géocritique, or of the 

spatial criticism in China and the geocritique in the West, or more generally, of Chinese Literary Geography 

and the literary geographies in other nations. This research place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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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utual validation, cross-referencing, and complementary synthe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in their geopoetic studies. 

Within existing literary theories,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s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nd literary 

geography, a number of concepts may be subsumed under the purview of comparative geopoetics. Examples 

include YANG Yi’s concepts of “scene of life” (生命现场) and “peripheral vitality” (边缘活力), MEI 

Xinlin’s “spiritual magnetic field” (精神磁场) and “ultimate space” (终极空间), Fredric Jameson’s cognitive 

mapping, Edward Soja’s “thirdspace”, Gilles Deleuze’s nomad, Tally’s topophrenia,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geocriticism, and the concept of “archipelagic” (as employed in archipelagic time and Archipelagic Literary 

Studies) put forward by scholars such as Édouard Glissant, Maria Reyes and Alex Taek-Gwang Lee1, among 

others. These concepts not only draw on the methodologies and theories of geography or spatial studies but 

also embody a world literature horizon and a comparative lens, thereby enabling them to constitute, or be 

reconstructed as, the termin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comparative geopoetics. 

The concept La géocritique put forward by Westphal and his geocritical explorations furnish comparative 

geopoetics with a wealth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ources. The geocentric method he employs—centering 

on a specific place (such as a neighborhood, a city, a region) inscribed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ing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this place by diverse writers (including thos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s well as the spatial imagery and spatial imaginaries provided by non-literary texts—

bears, to a large ext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as well 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ccordingly, it is reasonable to argue that his geocriticism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oetic system of CLG, many of his geocritical practices may fall within the purview of CLG, and his 

methodologies are of considerable referential and heuristic value for CLG research. Another theorist worthy 

of discussion is Edward Said. To a certain extent, Said may also be regarded as a literary geographer, as many 

of his studies offer multifaceted insights for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For instance, his research on 

Orientalism inherently embodies a world literature perspective and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a concept of 

comparative geopoetics, thereby providing a critical tool for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Furthermore, his 

notion of “contrapuntal reading” which connects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the imperial centers and 

colonized or peripheral regions—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comparative geopoetics, functioning as a pivotal 

critical concept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research scope of CLG is not confined to the five domains discussed above. 

For instance, literary dissemination geography constitutes another worthy area worthy of inquir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LG, this subfield primarily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and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transnational literary circu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cluding its modes, directions, routes, scales,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literary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nations across historical periods, as well 

as the relatively fixed components embedded in dissemination processes and routes). Whil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lso address literary dissemination or circulation, CLG distinguishes itself by 

emphasizing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spatial patterns, and dissemination cartographies of international 

literary circulation. This research encompasses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literary works, the transnational 

travel itineraries of individual writers, the clustering geography of writer communities abroad, and the travel 

 

1. This issue includes Maria Reyes’s article “Archipelagic Literary Studies and Spatial Formation” and Alex Taek-Gwang Lee’s 

“On Archipelagic Temporality”. 

16



JGSS               Vol. 1, No. 1, 2026                https://www.gssjournal.com 

geographies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intellectual trends. Research in this field often involves the utilization or 

creation of diagrams, charts and maps, which to some extent overlaps with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does not attempt to elaborate in detail on literary dissemination geography.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entative conception of CLG, with the hope that it may arouse academic interest in 

relevant issues, stimulate further discussions, and promot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is subfield. It is 

emphasized that CLG research should embrace an open, equitable, globally—and even planetarily—oriented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 geography, and space.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CLG should uphold the new notion 

of space emerging with the “spatial turn”, that is, rather than a void container, a mere setting or backdrop, 

space should be viewed as social, productive, and constructive, carrying fluid, complex, and multi-

dimensional meanings, as Henri Lefebvre and other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Equally critical is that the 

“comparative” lens of CLG must maintain a local stance, root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MEI (2017) put it, truly meaningful explorations and productive studies often involve both the 

rational absorp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a grounding in the realit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cultural 

traditions (p. 117). This embodies a locally rooted stance that is informed by a global vis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realities and foreign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is viewpoint is applicable to the research of 

literary geography in almost any country.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mparative literary geography with the following goals and prospects. First, to 

reposition Chinese literary geography in the global academic landscape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Second,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 geographical/spatial perspective, 

re-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ons of literary geography research in various nations and 

languages, and explore issues such as cultural status,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mage on the scale of the 

world literary map. Third, CLG should emphasize geopolitical investigation and serve objectives including 

national strategy,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Fourth, it is hoped that 

research in CLG will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depth dialogues among nation-states, thereby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inclusivity. The above may appear idealistic, yet they constitute goals 

worthy of pursuit. It is thus anticipated that more scholars will engage with this ambitious academic vision 

and ende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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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egory is inherently spati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ther” meaning for a given text will 

involve matters of place and displacement, dislocation, and dispersal, as well as hierarchies of meaning that 

may be imagined in architectural or topographical terms. In this article, Robert T. Tally J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allegory for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broadly speaking. Drawing on the work of Fredric Jameson, 

Tally examines the ways that literary texts serve as cognitive maps that not only figuratively chart the social 

spaces represented, but also offer inherently spatial allegories by which to make sense of their world. The 

spaces in ques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geographical, but are often established as relations (e.g., interior-exterior, 

public-private, high-low, here-there, and so on). Tally will look at Lu Xun’s 1918 short story “Diary of a 

Madman,” as well as Jameson’s discussion of it,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se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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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探讨寓言之于空间文学研究的价值意蕴。基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研究，作者考察了文学文本如

何作为认知地图发挥作用：它们不仅象征性地呈现社会空间，更在本质上提供了一种空间性寓言，帮

助人们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此类空间并不局限于真实的地理空间，而常常被构建为各种二元关系，

如内与外、公共与私人、高与低、此处与彼处等。文章以鲁迅 1918 年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及詹

姆逊对该作品的评述切入，阐明寓言与文学空间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空间；寓言；地方；绘图；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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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Concrete Situation 

 

I have always thought of allegory as being somewhat spatial. Allegory fundamentally means a story that tells 

another story, but in establishing an “other” meaning for a given text, allegory necessarily involves matters of 

place and displacement, location and dislocation, here and there, and the dispersal of concepts or meanings 

over some conceivable range that may be imagined in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al, topographical, or 

geographical ways. To the extent that storytelling itself is a key way in which humans make sense of their 

world, we might also wish to emphasize the epistemological aspects of allegory. That is, we “know” the world 

or our experience of it, at least in part, through storytelling, yet these tales can never be entirely literal. Because 

language itself is both referential and slippery, with meanings multiplying even as they are identified, all 

stories are to some degree, more or less allegorical. Every story tells an-other story. As it happens, one might 

assert, every place is also to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n-other place as well, and thus spatiality is itself bound 

upon in what we might think of as an allegorical system or systems. 

The brilliant critic ZHANG Longxi, in his book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has emphasized the “situatedness and circumstantiality” of our apprehension of the world and our place 

in it. Citing a humorous conversa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Zhaungzi (369?–286? B.C.E.) 

and Huizi, ZHANG notes that “‘all knowing is relative to viewpoint,’ namely, acquired at a particular locale 

in one’s lived world, relative to the circumscribed whole of one’s ‘concrete situation’” (2005, pp. 2-3). This 

particular locality of viewpoint, very much in line with existentialism’s insistence on what Fredric Jameson 

has called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2007, p.194), ensures that our knowledge is placed “in a real, specific,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s ZHANG puts it (2005, p. 3), but also that it remains in a geographical or more 

broadly spatial context as well. While we are sometimes more attuned to our temporal or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ten noting the mutability of our situation over time or the ruses of history that affect our sense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e are also inevitably conditioned by space and place, by entire orders of spatiality, which 

serve as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of meaning itself. These too are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hence to the sort of 

textual analysis designed to elicit meanings, which in turn often prove to be themselves multiple, even 

contradictory, as they are subject to their own forms of allegoresis.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place and allegory for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broadly speaking. 

I draw upon Jameson’s work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ways that texts serve as cognitive maps that not only 

figuratively chart the social spaces represented, but also evoke inherently spatial allegories by which we, as 

writers and readers, hope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As I want to emphasize, the spaces in question a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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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ily geographical, at least not in a narrow sense, but are often established as spatial relations (for 

example, interior-exterior, public-private, high-low, here-there, and so on) that highlight the degree to which 

we are situated in space but also subject to ever-changing situations. I will look at Lu Xun’s (周树人; ZHOU 

Shuren) 1918 short story “Diary of a Madman,” as an exemplary text, for it seems to embody a certain 

historical moment well, but also figures forth a sort of spatial allegory. It is no accident that Jameson himself 

found the representation power of Lu Xun’s tale to be an exemplary text to use in illustrating his concept of 

“national allegory,” and as I have discussed in my own reading of Jameson’s work, national allegory is 

probably far closer to his concept of cognitive mapping than many people recognize. In both cases, they are 

crucial figur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ubjects’ situation in relation to a broader social 

totality, and both necessarily involve spatial allegory as the means by which we may develop a sense of that 

situation.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diary and its reading, Lu Xun’s tale evokes different aspects of spatial allegory, 

which in turn suggest multiple pathways for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its study. 

I also feel compelled to offer a brief caveat, which I hope will be understood as a matter of diffidence 

rather than any sort of false humility. My own scholarly formation lies in rather Eurocentric traditions (and 

even there, they are mostly French, German, and British), and I am essentially an Americanist in my literary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nineteenth-century U.S. narrative, particularly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Edgar Allan Poe, and Herman Melville. As such, I confess to my amateur status in discussing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in the presence of readers with expertise in Chinese languages or even in “Luxunology,” which 

according to MA Xiaolu “has become a substantial subdiscipline with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25, p. 2), among others who are undoubtedly far mo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is author and text than I will 

ever be. Before turning to “Diary of a Madman,” however,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brief précis of my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deas, partly as I developed them in my work in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Hopefully, my 

use of terms like literary cartography, geocriticism, or topophrenia will be helpful, but in any case they might 

offer points of reference for other work to be done. 

 

From Literary Cartography to Geocriticism 

 

For whatever reasons, I have always had some interest in space, place, and mapping, but not so much in the 

strictly geographical sense as in a more philosophical or literary mode. I was interested in how we exist in the 

world, how we are situated but also how we situate ourselves in relation to here and there, to near and far, to 

one point relative to another, and in so doing we think in terms of maps (literal or otherwise). It also occurred 

to me early on that telling stories was a fundamental way of establishing the points on these imaginary maps, 

of marking features or points of reference,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other stories to come. My interests 

were historical, but I was also trying to imagine the spatiality of history, as it were; that is, to imagine how 

history, itself understood through narrative, was fundamentally conditioned by space and place, while 

exhibiting a spatializing manner of thinking that brought the past into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ent. I did 

not know these figures at the time, of course, but this would later help to explain my affinity for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Friedrich Nietzsche,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among others, as I moved from being 

a philosophy major and reader of critical theory to then, in graduate school, becoming a scholar of American 

literature. 

My first book, Melville, Mapping, and Globalization: Literary Cartography in the American Baroque 

Writer, combined many of these ideas, but it is probably only in Spatiality that I was able to lay out some of 

these concepts in a more systematic way, although even in that book there is much room for interpretation. In 

truth, Spatiality reflected my interest in critical theory and in the practice of literature as a form of mappi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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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to the extent that human beings are political animals, as Aristotle defined them, 

we are also necessarily mapmaking animals. I do not mean this in a technical sense, for my use of mapping is 

partly figurative, but human subjectivity is fundamentally spatial (as well as temporal), and thus orienting 

oneself with respect to space and place (and, again, also time) is an essential aspect of our Being. Later, in 

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2019), I use the term topophrenia to indicate 

this fundamental “place-mindedness” that characterizes our comportment to the world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situate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Spatiality, I drew upon the well-known notation on the map, “You 

are here,” to stand as a figure for this topophrenic sensibility, and using Dante’s famous opening image from 

his Commedia, I also note the degree to which our most urgent anxieties may be figured forth in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or imagining ourselves to be, lost in space.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thus underlies the desire for 

some sort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I argue is generated most often in the form of narrative and which in turn 

serves as a kind of figurative map, allow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ubjects to achieve a sense of place with 

respect to a larger, often imperceptible and potentially unrepresentable spatial and social formation. There is 

a temporal aspect to this as well, as one attempts to situate oneself in relation to various temporal registers of 

history—a day, a year, a lifetime, an epoch, a geological age, and ultimately, History itself—but even this 

attempt to map one’s position in time is often figured in spatial terms, as with a chronological timeline, for 

example. I affirm that, just as we are by nature storytellers, we are also, broadly speaking and inescapably, 

mapmakers. The term literary cartography combines these elements, for we make sense of or give form to 

our world and our experiences by creating narratives that themselves serve as maps. 

My conception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is based in large part on Jameson’s concept of cognitive mapping, 

but focused on the written narratives or texts rather than on the scene of an individual subject on the ground 

in a perplexing or unfamiliar space. As it happens, of course, that broader meaning of cognitive mapping in 

relation to narrative was also what Jameson had in mind, for he has noted that, once you grasped the idea he 

was trying to get at, you were supposed to banish from your minds anything so simple as an actual map 

(Jameson, 1991, p. 409). As my own readers have pointed out, none of my books contain actual maps 

whatsoever. It is not just a preference for text over image, of course; my point with “literary” cartography is 

that the narrative itself does the mapping, so to add another figural map would be either redundant or 

supplementary, and may even cause undue confusion. I suppose I was also registering the implicit rivalry 

between mimetic forms, where text and image compete for attention and relevance; although the two 

frequently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generally beneficial ways, the verbal and the pictorial registers might 

also be said to offer distinctive, and sometimes opposing,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I use the 

term literary cartography to indicate the ways that a writer—usually but not always a creative writer and 

producer of narrative—figuratively maps the world depicted in the text.  

If literary cartography is understood as an activity performed by writers, then literary geography as I 

have employed this term refers to the territories mapped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are mapped by the writers. 

I recognize that this is not what many others mean by “literary geography,” and the fact that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what constitutes literary geography is, as Neal Alexander has suggested, a sign of the 

vitality of the research currently being undertaken in its name (2015, p. 5). In Spatiality’s chapter on “Literary 

Geography,” I was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reading, as opposed to the previous chapter’s emphasis on 

writing, and thus I used literary geography to refer to the sort of work being done by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s when they analyze the “maps” produced by the literary cartographers. A paradigmatic example of that 

is Raymond Williams’s influential 1973 study,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 do not mean to say that all reading 

is by definition a form of literary geography, but I do think that the attention paid to space, place, and mapping 

by the critics discussed in that chapter offers models for more spatially oriented ways of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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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g those lines, what I was calling geocriticism involves the literary-critical approach to texts, which 

in turn was connected to a broader “theory” or constellations of theory that I had earlier referred to using the 

label cartographics, a term which, somewhat like Louis Marin’s utopiques, would signify the theory-as-

mapping principle accompanying the approach to texts and to social spaces in criticism. As such, I wanted to 

look at a variety of spatially oriented literary theories, including the geocentric approach advocated by the 

French critic Bertrand Westphal (2011), but which, in my use of the term, extends well beyond it. I prefer to 

think of geocriticism as a broader category, one which would encompass a number of different forms of 

criticism associated with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My conclusion to Spatiality, which points the way toward fantasy and utopia, is intended to highlight 

once again the existential basis for these literary practices. Quite understandably, mapping is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realism, and maps are excellent tools for helping us make sense of the real spaces and places 

that constitute our world. But people do not tell stories or make maps in order only to represent their world as 

it exists; they also imagine alternatives. Part of the point in that chapter is to observe that all maps and all 

narratives are figurative, and that elements of fantasy are therefore integral to even the most realistically 

mime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called “real world.” But beyond that, I also wanted to show how, in our 

attempts to make sense and give form to the world, we necessarily project other worlds. In making space 

available in our critical practices for the fantastic, we open ourselves up to the possibility of new spaces. In 

this respect, my subsequent work on utopia, dystopia, fantasy, and other forms of the literature of alterity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my theories of topophrenia and the cartographic impe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geocriticism, and so on. 

This attentiveness or comportment toward alterity is also part of the fundamental allegoresis of this 

project and ones related to it. Representation of a given thing necessarily implies representation of another, 

and in any case, even the most mimetic or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s conjure forth interpretive possibilities that 

often far exceed the bounds of one’s sense of a “literal” meaning. Needless to say, perhaps, but “literal” 

meanings also require interpretive practices in order to be identified, which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even the literal may partake of a foundational sense of allegory. All stories tell other stories, after all.  

 

Mapping the Diary of a Madman 

 

Turning now to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I might note the degree to which it too operates as part of the 

“literature of alterity.”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t lacks realism (although that is certainly an element of its charm), 

or that the presence of a “mad” narrator automatically makes this a sort of otherworldly story (although that 

could be argued as well). What I mean is that it highlights estrangement, perhaps in the Brechtian sense of the 

Verfremdungseffekt (i.e. the alienation or estrangement effect), in ways that surely strike the first-time readers 

and that stay with the longtime re-reader.  

My reading of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relies heavily upon a truly insightful article by the great 

scholar of Chinese modernism TANG Xiaobing, now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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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ong Kong, where he also serves as the Sin Wai Kin Professor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1  

Many readers are probably familiar with the story already, but it may be useful to begin with a brief 

summary of “Diary of a Madman.” The tale opens with something of an introduction or preface before giving 

readers the “diary” itself. An unnamed narrator starts by mentioning two brothers who had been good friends 

of his in school, but with whom he had lost touch over the years. He had heard that the younger brother had 

experienced severe health problems, and so he decided to check in with them during his travels back to his 

old village. (Note, he does not say where he lives now or what he does, but his return “home” involved 

traveling “a long way.”) The older sibling informs him that his brother “recovered some time ago and has 

gone elsewhere to take up an official post,” but he delivers to this unnamed narrator two volumes of his 

formerly “mad” brother’s diaries. The narrator then explains that he copied a portion of the entries “to serve 

a subject of medical research,” while also revealing that the title of his tale is that given by the diarist himself 

after his recovery (Lu Xun, 1972, para. 1-2). 

The diary itself is a sort of “spatial form”—in Joseph Frank’s sense, from “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 (1945)—for the narrator had already observed that the diarist neglected to provide dates, and so 

the order of events or perceptions is not entirely clear. Unlike Nikolai Gogol’s 1835 “Diary of a Madman,” in 

which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e diarist is progressive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sane, Lu Xun offers a 

madman who may be just as insane while writing the first entry as he is while writing the “last” entry,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we have already learned that this “madman” recovered from his mental illness prior to 

our gaining access to the diary at all. 

What follows are the entries of the “Diary of a Madman,” which exhibit signs of what this unnamed 

narrator calls a “persecution complex,” beginning with a somewhat disjointed and paranoid observations—

for example, the diarist claims not to have seen the moon for thirty years, but also notes that the neighbor’s 

dog is giving him suspicious looks—which then evolve into a more elaborate and almost systematic sense of 

the community’s pervasive cannibalism, as it seems to the diarist that his brother, himself, and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are eaters of human flesh. The Madman is especially worried about being eaten himself, naturally, 

but he eventually finds, to his horror, that his countrymen (and perhaps all men) have been eating humans for 

over four thousand years. In the final entry, he wonders if there are perhaps at least some children who have 

not yet tasted human flesh, offering as his (and the story’s) final words: “Save the children …” (Lu Xun, 1972, 

XIII, para. 1). 

Needless to say, perhaps, but my reading of the tale is predicated upon the good will and good fortune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always risky, since we know that even a keen,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a 

given text is written in can yield wildly disparate interpretations and analyses, words themselves being so 

semantically rich and unstable even within their own Saussurean categories of langue or parole, not to mention 

Jameson’s caveat, citing Talleyrand i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that language is the very medium of 

 
1. A sidenote: The first time I met Fredric Jameson, in fact, was when I was a sophomore taking an introductory literature course 

taught by him in 1989; TANG was the Teaching Assistant assigned for my section, which meant that he led our discussions of 

the reading materials and of Jameson’s lectures each week. I believe that he met Jameson when TANG himself was a stud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during Jameson’s famous visit to China in 1985. As it happens, it was during that visit that Jameson first 

presented to a Chinese audience materials on postmodernism, which themselves are connected to his 1986 essay on “national 

allegory,” which, of course, also includes a discussion on Lu Xun’s story. (For an insightfu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at visit to Peking University, that essay, and “Chinese Jamesonism,” please see LIU, Kang (2018). A (meta) commentary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China: The case of Jameson and Chinese Jamesonism.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9(3), 323-

340. https://doi.org/10.1215/00267929-6910785) TANG Xiaobing then came to study in Jameson’s newly formed Graduate 

Program in Literature at Duke University, which is where I met him. I am grateful for all these improbable but dialectically 

interconnected encounters that have made my work, including this article, possible. The essay by TANG is titled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and a Chinese Modernism,” published in the prestigious journal PMLA i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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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ification (1981, pp. 60-61). If 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is already quite vexed among fluent speakers 

of the language, how much more complicated does it become when one must rely on translation?  

TANG Xiaobing observes that the Chinese title Kuangren riji carries with it semantic possibilities not 

necessarily apparent in the English phrase “Diary of a Madman.” For example, TANG notes that Lu Xun’s 

brother ZHOU Zuoren, in a 1923 article, had made reference to the great Russian writer Gogol’s predecessor 

tale, also titled “Diary of a Madman,” but in doing so rendered that story’s title as Fengren riji. As TANG 

points out, 

Zhou Zuoren was obviously making a point of undersco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engren and the 

kuangren of Lu Xun’s “Kuangren riji.” Lu Xun himself was no less aware of the semantic difference 

between kuang and feng. In his earlier youthful essay “On the Power of Mara Poets” (1907), he 

postulates kuang as a Nietzschean self-affirmation that provides an essential regenerative energy for 

any thriving civilization. The word also characterizes talented individuals who contemptuously 

oppose themselves to a stagnant society and whose actions exceed the public’s comprehension. 

(1992, p. 1226) 

Hence the very title of “Diary of a Madman,” even before the reader enters into the tale proper, implies a sort 

of schism between the “madman” and the public that can—and frequently does—take on distinctively spatial 

qualities, such as the obviou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unique (because abnormal)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itself, whose “space” would thus be coded normal in its own right. The Nietzschean figure that stands athwart 

this crowd, a figure Nietzsche also called the “madman” (for example, in his famous parable in which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eath of God appears in The Gay Science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occupies a space 

apart from that inhabited b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ublic or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ANG elabo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title further by analyzing the roots of the words involved, 

thus offering a sort of de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the concepts that can also inform our reading. As TANG 

writes, 

Etymologically kuang describes a hound gone wild and assaulting indifferently its master and its 

master’s guests. On the basis of this signification, it has acquired over time a rich texture of 

meanings, including “madness,” “the ecstatic,” and “a wildly unrestrained person.” As an 

adjective—a usage that dates back to The Book of Songs (11–6 BC)—kuang is equivalent to 

“unrestrainedly outgoing, wildly defiant.” In Confucius’s Analects, it also occurs as a verb meaning 

to progress or aggress. Feng, an ideogramic word of much more recent origin, was initially a 

pathological term denoting the mad, the neurotic, the insensible, or the sheerly stupid; its two 

compounding parts tell of a severe migraine attacking a person rapidly and mysteriously like a 

gusting wind. Kuang is the archetypal metaphor for an explosive ecstasy (ex-stasis), a jumping off 

the right track, a transgressive crossing of the boundary—in short, a return to the primal or 

instinctual drive. It captur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nner experience of the alterity of reason, of 

what has to be repressed and marginalized as irrational. In contrast, feng registers both an 

externalized, distancing knowledge of madness and a simultaneous containment of the eruptive 

forces through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if not indeed dismissal. (1992, p. 1226) 

Both visions of madness, kuang and feng, have spatial resonances, for they mark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ane 

and insane in ways that lend themselves well to spatial metaphors. But they also suggest rather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is, which might be likened in Deleuzian terms to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s, 

as well as to Foucault’s analyses of the histor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abnormal and the normal, which 

themselves became subject to a spatialized array of power-knowledg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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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s highlighting of the distinction also plays out in the tale itself. By titling his “diary” Kuangren 

riji, the diarist himself emphasizes his own perspective of his mental or existential condition as kuang. (Our 

original narrator, the one who is visiting his old village to pay a call on these brothers, reports that the elder 

brother of the madman had told him that the name of the document was given by the younger brother, the 

erstwhile madman, himself.) Yet within the diary, there is recorded a scene in which the younger addresses 

his older brother—the same person who will later give the diary to our original narrator—and grows angry at 

the idea that he (the younger brother) is being labeled as “mad,” using the word fengzi. After his older brother 

shouts at the onlookers, “Get out of here, all of you! What is the point of looking at a madman [fengzi]?” the 

diarist makes the following realization: “Then I realized part of their cunning. They would never be willing to 

change their stand, and their plans were all laid; they had stigmatized me as a madman [fengzi]. In future when 

I was eaten, not only would there be no trouble, but people would probably be grateful to them” (Lu Xun, 

1972, X, para. 9-10). In other words, the self-described kuang-madman is concerned about being labeled a 

feng-madman, particularly given the foreseen consequences of such categorization.  

As TANG asserts, citing this moment in the text, “Kuang, unlike feng, is not an aphasic absence of 

signification but, on the contrary, a discursive energy that erupts and interrupts the normal and normalizing 

system of meaning” (1992, p. 1226). TANG affirms that the kuang of Lu Xun’s Madman “indicates a return 

of that which has been excluded or obliterated from the horizon of allowed or conceivable experience. It 

represents a transgressive discourse not only because it goads the self-conscious subject to challenge the given 

boundaries but also because it drives the subject himself to all the limits, all the frontiers, of experience” (1992, 

p. 1226). 

Perhaps related to this kuang sense of the Madman’s madness, the diary frequently features apparent 

reversals of values. For example, when he decides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of anthropophagy in more detail, the 

Madman endeavors to do more research through reading, but as he says, “my history has no chronology, and 

scrawled all over each page are the words: ‘Virtue and Morality.’ Since I could not sleep anyway, I read 

intently half the night, until I began to see words between the lines, the whole book being filled with the two 

words—‘Eat people’” (Lu Xun, 1972, III, para. 10). Almost with a sort of Nietzschean revaluation of all values, 

the Madman finds that the hidden message behind Virtue and Morality is this cannibalistic drive, the 

imperative to “eat people.” Later, believing the fish he had been served is actually human flesh, the Madman 

receives a visit from a doctor, who proceeds to examine him. The Madman “sees through” this pretense, 

however, noting that “[h]e simply used the pretext of feeling my pulse to see how fat I was; for by so doing 

he would receive a share of my flesh” (1972, IV, para. 7), before also imagining that the community wishes 

to fatten him up in preparation for eating “more” of him thereafter. Here,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of healthcare 

(e.g., taking one’s pulse) become methods for preparing and eating human flesh. The healthy constitution 

becomes merely a forebear to the de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body. 

The distinctively spatial or allegorical aspects of this may not be apparent, but I suspect this is where a 

more allegorical reading can be found, since the linguistic and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s of 

madness may also suggest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ety and spaces within it. 

 

National Allegory and Cognitive Mapping 

 

In his essay 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an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Jameson offers the 

astonishingly sweeping hypothesis: “Third-world texts, even those which are seemingly private and invested 

with a properly libidinal dynamic—necessarily project a political dimension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allegory: 

the story of the private individual destiny is always an allegory of the embattled situation of the public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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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ulture and society.” (1986, p. 69).1 The boldness of Jameson’s claim contributed to the controversies 

this article engendered, as a number of critics, most notably Aijaz Ahmad (1987/1992), took Jameson to task 

for his apparent overgeneralizations, but see Neil Lazarus’s (2011) discussion of the controversy for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Following his provocative statement, Jameson seeks to illustrate his claim with a 

reading of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In his analysis, Jameson writes that the 

representational power of Lu Xun’s text cannot be appreciated properly without some sense of what 

I have called its allegorical resonance. For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the cannibalism literally 

apprehended by the sufferer in the attitudes and bearing of his family and neighbors i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being attributed by Lu Xun himself to Chinese society as a whole: and if this 

attribution is to be called “figural,” it is indeed a figure more powerful and “literal” than the “literal” 

level of the text. Lu Xun’s proposition is that the people of this great maimed and retarded, 

disintegrating China of the late and post-imperial period, his fellow citizens, are “literally” cannibals: 

in their desperation, disguised and indeed intensified by the most traditional forms and procedures 

of Chinese culture, they must devour one another ruthlessly to stay alive. This occurs at all levels of 

that exceedingly hierarchical society, from lumpens and peasants all the way to the most privileged 

elite positions in the mandarin bureaucracy. (1986, p. 71) 

Most of the events and reflections in the diary take place in a small, presumably rural village, but by the end 

of “Diary of a Madman,” or perhaps I should s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ale, we learn that the madman in 

question has recovered and found a place for himself within the country’s bureaucracy. 

Jameson’s conception of national allegory—along with Jameson’s earlier consideration of narrative as a 

means by which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a broader social totality may be somehow represented and 

reconciled, if only through a kind of figuration—prefigures Jameson’s well-known conception of cognitive 

mapping, which I take to represent the core of the entire Jamesonian project (see Tally, 2014). Cognitive 

mapping accrues its notorious reputation only after being named as the political vocation of postmodern art in 

the essay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84; reprinted with slight revision as 

the first chapter in Jameson 1991), but the phrase also appears, after a fashion, i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where it i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realism, albeit only parenthetically. Jameson writes that realism has been 

“traditionally in one form or another the central model of Marxist aesthetics as a narrative discourse which 

unites the experience of daily life with a properly cognitive, mapping, or well-nigh ‘scientific’ perspective” 

(1981, p. 104). Jameson’s consideration of narrative 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anticipates his 

analysis in his writings on postmodernism of that spatial anxiety endemic to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Here, 

in fact, the “cognitive, mapping, or well-nigh ‘scientific’” aspects of realism are productively contrasted with 

the more mythic or metaphysical cartographie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re, or generic mode, of romance. 

If Marxism itself unfolds as a sort of romantic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as Jameson suggests that it does,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it sheds its more properly “realistic” mapping project. Rather, it indicates the degree 

to which any apparently realistic mapping project must partake of the figural or allegorical projections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romance or fantasy literature, such as that of the imaginary plenum of a distinct, 

perhaps inaccessible past—as in, for instance, Georg Lukács’s idea of the integrated or closed civilization in 

the age of the epic—or that of an 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 of some alternative space, which gives form to the 

utopian impulse. Whereas high realism seems to reproduce the iron cage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a narrative 

 
1. Please note: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so-called first, second, and third “worlds” emerged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as an attempt to frame the geopolitical order during the Cold War. It gained influence, but it was also widely criticized for being 

overly simplistic and misleading, and by the 1990s scholars and critics, including Jameson himself, began to abandon this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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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the apparently outmoded form of romance offers a potentially utopian vision. Later, the stylistic 

experiments and free play of modernist and postmodernist art may be found to exhibit a similarly utopian 

impulse, while also necessarily maintaining their own ideological functions. 

In a sense, then, the argument of the national allegory essay is tied in directly to work Jameson had been 

engaged in for many years. Indeed, in hi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allegory and cognitive mapping, Jameson 

attempted to articulate a process for narrative figuration that he had elaborated i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but largely with respect to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and cognitive mapping represent 

two distinct sides of the coin, which is perhaps most clearly understood when considering that the one refers 

mostly to reading or to the critic’s activity, whereas the other refers to a program engaged in by the writer or 

producer of the aesthetic work itself. Ironically, perhaps, Jameson’s sense that so-called “third world” 

literature produces a national allegory out of the individual or private narrative is an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need for cognitive mapping on a global scale, in which the “worlds” are subsumed within a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that would later come to be characterized in terms of globalization. In his essay “Getting to World 

Literature,” for example, Jonathan Arac has observed that “Jameson was trying out the Marxist idea that the 

collective investments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 offered an important alternative to the subjectivity structures 

of late capitalism” (2017, p. 335).  

Jameson highlights what he calls “two distinct and incompatible endings” to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The first, which—and perhaps this is fitting for such a dialectical reader as Jameson—is also the 

last, insofar as it comes in the closing lines of the tale, is the “Save the children” ending. Jameson sees it as 

“very much a call to the future, in the impossible situation of a well-nigh universal cannibalism” (1986, p. 77). 

The second comes in the preface, when the supposedly cannibalistic older brother explains to the narrator that 

his now-recovered, sane younger brother has taken up an official post elsewhere. Jameson thus concludes that, 

“in advance, the nightmare is annulled; the paranoid visionary, his brief and terrible glimpse of the grisly 

reality beneath the appearance now vouchsafed, gratefully returns to the realm of illusion and oblivion therein 

again to take up his place in the space of bureaucratic power and privilege” (1986, p. 77).  

I would note that what Jameson here calls “the realm of illusion and oblivion” is our own, all-too-real 

world, with its “normal” behaviors, its curious neighbors, and its government bureaucracies. It is, in fact, the 

world of sanity to which the Madman returns only after becoming healthy again, thus all the more well suited 

to take up an “official post” which happens to be “elsewhere,” thus requiring now a displacement from the 

scene of one’s madness, the site from which the Madman had discerned the 4,000-year history of human 

cannibalism. Hence, “the realm of illusion and oblivion” is the world we live in, complete with its own 

ideological and state apparatuses. By returning from the apparently less illusory space of mad fancy, the 

unnamed madman, along with the traveling narrator and the reader of Lu Xun’s tale, might descry alternative 

imaginary orders in which to live. As Jameson puts it—suggestively, but without following up on the 

suggestions— “it is only at this price, by way of a complex play of simultaneous and antithetical messages, 

that the narrative text is able to open up a concrete perspective on the real future” (1986, p. 77). 

Regarding these two endings, I would only add that the phrase “Save the children” does not refer to 

saving them from being eaten—that is, from being the victims of cannibalism—but rather refers to saving 

them from becoming anthropophagites themselves, from eating human flesh. It thus represents a utopian hope 

of carving out a new space, one distinct from the 4,000-year-old culture of people-eating, where new forms 

of humanity can thrive. As for the second “ending,” I would just emphasize the word elsewhere in the phrase 

“my brother recovered some time ago and has gone elsewhere to take up an official post.” Lu Xun o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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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ther causation nor correlation, but the younger brother’s paranoia and schizophrenia abate around the 

moment of his own displacement from his native community, and presumably the “official post” in question 

is less a site of further cannibalism than a space in which his anti-cannibalistic, hence similarly utopian, 

impulses can find proper outlets. The narrator of the tale, as another who managed to move far away from this 

“home,” might also figure forth the success to be found in distance, displacement, and removal from the 

elements that caused such constern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Conclusion: Building the Wall 

 

In his notorious essay on national allegory, Jameson asserts that, “[i]f allegory has once again become 

somehow congenial for us today, as over against the massive and monumental unifications of an older 

modernist symbolism or even realism itself, it is because the allegorical spirit is profoundly discontinuous, a 

matter of breaks and heterogeneities, of the multiple polysemia of the dream rather than the homogeneous 

representation of the symbol” (1986, p. 73). The return of allegory thus coincides with what Foucault called 

“the epoch of space,” which is to say, our own time: 

The great ob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s we know, history: with its themes of 

development and of suspension, of crisis, and cycle, themes of the ever-accumulating past, with its 

great preponderance of dead men and the menacing glaciation of the world. . . . We are in the epoch 

of simultaneity: we are in the epoch of juxtaposition, the epoch of the near and far, of the side-by-

side, of the dispersed. We are at a moment, I believe, when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is less that 

of a long life developing through time than that of a network that connects points and intersects with 

its own skein” (1986, p. 22). 

For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be they pursued under the signs of geocriticism, literary geography, or something 

else, allegory and space are always intertwin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Mapping involves both, of course, as 

the very representation of spaces and places on the figured surface of a map call into being so many allegorical 

processes and forms. 

The polysemy of the text, of spaces and allegories in general, befits the scene of Lu Xun’s work as well. 

At almost the exact moment he was completing his “Diary of a Madman,” another great moderni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was dabbling in a vaguely Orientalist, Sinological experiment in fabulation, using the 

building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s an allegory for man’s fate writ large. In Franz Kafka’s “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 (1917, but not published until 1930), which is known in English simply a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but more literally translates “During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ese Wall,” Kafka explores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a project so spatiotemporally extensive as to exceed the limits of 

subjective perception, thus requiring a sort of allegorical and speculative mapping to grapple with the sheer 

enormity of our imagination. The narrator of Kafka’s tale thus affirms that “[s]o vast is our land that no fable 

could do justice to its vastness, the heavens can scarcely span it” (1946, p. 89). Faced with such spatial vastness 

and such allegorical possibility, narratives cannot help but become maps, attempting, failing, and attempting 

again to make sense of the places and meanings of tha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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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宋宗教空间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分化与组织特征，结合地图可视化结果可见：佛寺呈现环西湖

层累分布特质，道观在统治者主导下形成由内向外势力递减的梯度分布，民间信仰寺祠多环太庙分布，

呈现向心式集聚。临安宗教空间的构建体现出地理与文化的深度嵌合、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资源博

弈、以及移民与原住民在城市空间中的互动适配。地形、礼制、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宗教区

域分布的有机格局。临安宗教区域的分布与文本书写，反映了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

展示出宋人从“王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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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Mapping visualizations show that Buddhist temples were distributed in concentric layers around 

West Lake, Taoist temples present a state-dominated hierarchical pattern with diminishing influence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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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from “royal city center” to “lake-and-mountai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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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是南宋政治与礼制中心，也是全国人口流入与市场经济高度集聚的都市。其吴越以来“东南

佛国”的宗教传统在南宋进一步繁盛，全城宗教建筑大体可分为佛教建筑、道教建筑与民间神祠三类，

其中佛、道两教的影响力尤为突出。“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

唐，而学浮屠者为尤。合京城内外暨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声不能什一。”（潜说友, 2012, p. 2654）

宗教区域作为城市最稳定、最可视的公共建筑之一，既承载吴越旧额与地方记忆，又在南渡后的国家

重建与礼制实践中不断被改造，因此其空间分布因而成为观察南宋城市结构、权力逻辑与社会流动的

切口之一。 

有关南宋临安宗教区域分布的相关研究以日本宋史学者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最具代表性。

斯波义信（1988）曾绘制杭州主要佛寺、道观分布图并作出概述（p. 277）。在此基础上，包静（2014）、

孙旭（2010）、王歆（2020）从地理格局、功能结构与社会网络等层面对临安寺庙进行考证，成荫（2013）、

段玉明（2006）则从两宋比较的角度揭示宗教空间在政治更迭中的结构差异。在“空间转向”兴起的

学术背景下，江莉莉（2010）认为宗教地理逐渐重视“地方性”与象征—意识形态维度的生成机制（p. 

703）。南宋临安以皇城与西湖为双核，南北山路环抱西湖，配合三堤与三天竺路形成“二山抱湖、双

龙抱珠”的形胜格局。本文在前贤时哲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方志、笔记等文献材料与 GIS 可视化，

对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空间分布及其“地方性”成因进行探讨，尤其关注宗教空间与城市结构、权力

逻辑及人群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 

 

临安宗教区域的分布并非杂乱无序地散落，而是依托地形与城市功能呈现出有机的聚集与分区。

整体上，佛寺在环西湖湖山间层累罗布，道观则借助政治力量安置在关键节点，民间神祠又以太庙为

中心呈向心集聚。 

 

1.湖山叠映：环西湖层累罗布的临安佛寺 

临安佛寺格局在横向空间上形成环西湖罗布的特征，在纵向时间上因修建年代的差异而呈现层累

性。自东晋慧理开山立寺，经吴越“东南佛国”之盛，至南宋城湖互嵌、水网纵横的都城形态确立，

佛教空间在西湖山水间不断被重组与再定位，既顺应山水地貌“因山就水”而布设，又在南宋以后逐

渐显现景观化、园林化倾向，并最终与都市生活与礼仪秩序实现更高程度的适配，是佛教世俗化、本

土化的物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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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佛寺分布图 11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佛寺的环湖分布并非随机散落，而是依托“山—水—城”的自然与人文基础形成五大节点集聚区。

其一，凤凰山—吴山—都城集聚区地处城市核心，依托凤凰山、吴山等山体，融合皇城礼仪与市井生

活，寺庙兼具皇家祭祀、文人雅集、市民信仰等功能。如千顷广化院为皇城祈福道场、明庆寺设戒坛，

具备朝廷祈雨与设坛传戒功能；吴山之开宝仁王寺、太平兴国传法寺等则体现佛教空间与日常生活的

紧密嵌合。其二，保俶塔—葛岭—孤山集聚区以历史遗迹为基底，佛教空间与文人文化深度交融，呈

现出浓厚的人文化与日常化特征。苏轼、白居易、陈与义等文士对广化院、玛瑙宝胜寺的频繁题咏，

使佛寺成为士人精神空间与地方文化地景的重要节点。其三，灵隐—飞来峰—三天竺集聚区作为“灵

竺佛国”核心，以飞来峰为精神与地理轴心，沿山谷形成有序的佛寺聚落。灵隐寺作为祖庭之地布局

规整，三天竺（法镜、法净、法喜）则沿溪谷依序排布，上天竺因祈雨灵应屡获皇帝驾幸，是国家级

佛事场域的象征核心。其四，净慈—龙井集聚区以南屏山为市民佛教枢纽，南高峰为制度化佛教腹地，

龙井谷地则是文人隐逸佛教的代表，功能分化显著。净慈寺面湖而建，是南屏山区域的主寺，香火鼎

盛；南高峰慧因寺、法相寺、六通寺等构成制度性佛教网络；龙井延恩衍庆院则因辩才法师归隐而逐

渐成为文人与诗僧交往的重要场域。其五，临安东郊集聚区佛寺数量最多，分布于城乡边缘，以交通

节点为核心，多为中小寺院与庵舍，服务于城市扩张与民众信仰需求。候潮门、艮山门外如演法院、

崇福院密集布局，临平、皋亭山等区域则聚集众多功德院与皇家寺庙，如慈云院、普济院，构成城市

边缘的佛寺群。 

从历时演变看，南宋临安佛寺的空间布局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在长期宗教地理基础上不断叠加、

更新的结果。东晋时期，杭州城市中心大致位于今西湖以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慧理入杭开创

灵隐与天竺等寺。至唐末五代吴越建国，佛教受到王权强力扶持，灵隐—天竺—南高峰一带形成密集

佛寺聚落。北宋时期佛寺营建趋于克制，基本延续吴越时期格局，空间形态相对稳定。南宋定都临安

后，佛寺分布在原有基础上再度调整与重构。南渡初期，在有限土地与财政条件下，朝廷与地方士绅

多采取修复吴越旧寺、借寺置院、以寺为功德寺等策略，使南山路一带吴越旧寺更易为皇室功德院与

攒寺。至中后期，随着湖山景观营造与文人游赏的兴盛，佛寺与游观经济、诗画题咏和士人交游深度

嵌合，成为“湖山核心”叙事的重要支点。 

从东晋的山林圣地、吴越的都城化佛教圈、北宋的整顿承续，到南宋的皇室集权，临安佛寺的层

累结构正是都城宗教空间动态塑形的体现，佛寺不仅延续其信仰功能，也在地方认同与城市叙事中扮

演核心角色。 

 

2.宫城核心：权力形塑下的临安道观 

作为京师，临安道教宫观总数五十八，与城内外佛寺四百九十二相比数量逊色，然其与主流政治

的联结度与礼制资源之丰，反而呈现出数量少而势力强的特征：“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

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但老氏之教有君臣之分，尊严难犯，报应甚捷，故奉老氏

者倍加恭敬，不敢亵渎，此释氏之所不如也。”（吴自牧, 2017, p. 240）在空间分布上，临安道观的区

位选择不主要受地形便利支配，其分布多位于被礼制需求与政治象征“挑选”出来的关键点位，如宫

城附近、城内要冲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山水节点，而城郊分布则相对稀疏。 

 
1. 本文所呈现图表均借助 GIS 软件对地图进行改绘，参考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以确定南宋临安府

全境与各县的地理范围，结合南宋临安考古工程队确定的南宋都城、罗城与重要的行政区布局在地图上进行配准。

由于南宋地名距今变化较大，故主要依据相对稳定的湖山之名兼以《咸淳临安志》四图所示的寺庙方位进行二次参

对，以期还原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历史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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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宋临安道观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aoist Templ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分析图 2 可得，在统治者持续营建下，临安道教宫观在城内形成三处相对集中的支点：一是城西

北钱塘门—余杭门一带，分布太乙宫、万寿观、景灵宫等皇家宫观，被安置在御街终点，奉宋室祖先

神位，形成宗法与宗教交织的象征体系；二是吴山片区，为城内最密集的道教区域，开元、龙翔、报

恩、元真、承天、冲天、真圣、宁寿（三茅）、天庆等观连缀成片，构成城内最醒目的道教宫观群；

三是城东新开门—崇新门之间，宗阳宫、佑圣观、福田宫、景隆观等相对集中。这一片区道观在规格

与影响力上不及吴山与城西北官观，却也以点状嵌入的方式在拥挤京城中开辟道教空间。 

而将视野由城内扩展至湖山，道教势力在空间上还存在一个关键的支点，即北山路—孤山路一带。

这里道观数量未必最多，却往往规模宏大、地位显赫，它们的建立常以佛寺空间的迁移、拆分为代价，

直接呈现权力主导下的资源置换机制。北山路显应观的形成具有代表性：显应观专奉崔府君，被纳入

皇室护佑叙事并获帝室累朝崇祀，其营建“分灵芝佛剎之半”（潜说友, 2012, p. 545）而成，显示道观

扩张往往通过对既有佛寺资源的重分配来实现。孤山宫观则更为典型：绍兴十四年所建四圣延祥观与

理宗淳祐十二年改置并安奉太乙十神像的西太乙宫不仅依托“湖心飞地”的象征位置强化道教显示性，

而且据《咸淳临安志》所载，其营建伴随着报恩寺、观音智果院、广化寺、玛瑙宝胜院等寺院的改迁

与并入。由此可见，佛寺在数量上虽占优势，道教却能凭借国家主导与礼制需求在关键节点实现“改

寺建观”的区位转换，从而形成结构性的象征优势。 

综上所述，临安道观的空间分布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在皇权主导与礼制塑形下被有意选址的产物。

它们依托宫城核心展现出以改寺建观为代表的资源再分配逻辑。正是在这一由上而下的形塑过程中，

道观得以占据城市宗教空间中的核心位置，成为皇权精神秩序的重要延伸与象征性节点。 

 

3.向心共生：环太庙分布的民间信仰寺祠 

南宋临安城内的民间信仰寺祠，呈现出鲜明的环太庙空间格局。太庙作为国家祭祀祖先的核心礼

制场域，周边环绕了具备多种社会功能的寺祠。其周边密集分布真圣庙、忠清庙、岳庙、太岁殿、皮

场庙、城隍庙、护国天王堂、旌忠庙、梓潼殿、汉留侯祠等十余座寺祠。从类型看，既有维系城市秩

序与司法伦理的城隍庙、太岁殿等，也有以忠义叙事凝聚人心的节义祠，如岳庙、忠清庙、旌忠庙等，

亦可见梓潼殿等外来信仰，呈现出以礼制为核心的向心性。 

这种向心式聚集，应在南宋民间信仰高度活跃、且国家不断动员神祇资源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进行

解读。南宋的民间信仰并不局限于基层社会，官员与皇室同样广泛参与祈禳与祭告。南宋在南渡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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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危机背景下，对神祇护佑的倚重逐渐增强，神祠赐额、加封与入祀典的门槛相对降低，祀典系

统本身也呈现扩张趋势：北宋神宗时期，大祀仅有 17 种，至南宋则急剧扩张至 55 种，显示出国家对

祠庙祭典依赖的制度性膨胀。就临安府而言，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府共有祠庙 90 座，分为

土神祠庙 5 座、山川诸神祠庙 16 座、节义祠庙 11 座、仕贤祠庙 6 座、寓贤祠 2 座、古神祠庙 10 座、

土俗诸祠 29 座、东京旧祠庙 2 座、外郡行祠 8 座，体系细密、层次分明。宋儒陈淳（1983）所谓“江

淮以南，自古多淫祀”（p. 64），从侧面揭示了江南地域祠祀密度与神祇类型的繁富。在重大军事与政

治行动前后，朝廷往往通过“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应临安府载在祀典神祇”（马端临, 2011, p. 

2749）等方式，将地方灵验神与忠义神一并纳入国家仪式中。此时，太庙周边的诸神祠一方面借由靠

近礼制核心获得正统可见性，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能够在危机时刻迅速调度城市神祇网络，完成社会

的精神动员与秩序重申。 

而在使来源多元、性质各异的地方神祇真正获得大众认可与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道教作为宋代具

有官方色彩的重要宗教力量，常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推动民间信仰与国家秩序在空间与制度层面的

向心共生。随着宋代道教在教义体系、道规制度等方面的不断完善，其一贯“善于改造吸收各种神灵

信仰并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将其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之内”（李利安, 2008, p. 406）的特质愈发凸显，

相当多的地方神祇，往往先通过道观设祠、宫观立殿的方式实现转化，在道教名号化与科仪化处理下，

获得更易被国家承认的身份。例如蜀地梓潼信仰即是如此，梓潼帝君这一蜀地神祇进入临安后，不仅

靠民间自发建庙，更借助道观网络获得再命名与再解释，从而迅速获得社会认可，并以掌禄籍、护科

第的功能匹配士人需求。祝尚书（2009, p. 35）的研究提出南宋孝宗时，道教徒虚构“上帝命梓潼神

掌文昌府”的说法，道士刘安胜又以“宝光天尊”名义撰造《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在文本层

面把张亚子明确塑造为主文运、司禄籍的“文昌帝君”（王兴平, 2003, p. 34）。梓潼神因此从地方祠神

被抬升为“天曹司禄”的官僚化神职。 

总体来看，南宋临安的民间信仰寺祠分布，是在太庙这一文化礼制中心的牵引下，呈现出一种信

仰多元共存的向心共生格局，它既体现出神祇体系的制度化整合，也折射出城市精神秩序的重构。 

      

图 3 南宋临安民间信仰寺祠分布图/图 4 南宋临安民间寺祠分布热力图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Folk Belief Shrin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igure 4. Heat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of Folk Belief Shrin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影响南宋临安宗教区域分布的因素 

 

临安宗教空间的建构，体现为三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力机制：其一，地理与文化共同生

成空间的地方性与神圣性；其二，政治与经济在制度与资源上的妥协，催化出与统治目标一致的空

间样态；其三，移民与原住民在城内不同区块的聚居，引导宗教区域呈现聚合趋势。总体而言，临

安宗教格局是多方合力争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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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与文化生成象征空间 

地理与空间、场所与地方是地理批评的两对具备互文性的概念。地理为宗教区域提供现实基础，

文化则赋予其象征意义，借助文化阐释，山体提供显圣的依托，水体将清净观念转化为可体验的仪式

场景，植物通过构造景观完成宗教语义的在地化；同时，经由宗教文化通过命名阐释等方式的赋义，

湖山被纳入宗教意义系统，宗教区域的象征性得以确立并持续强化。 

临安宗教区域的象征空间，首先建立在“湖—山—城”互嵌的地理结构之上。凤凰山、吴山、玉

皇山等山体既是城市制高点与视觉焦点，也是宗教空间理想的依托。它们一方面提供隔绝尘俗、趋向

清净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又与西湖水网构成可达的交通与游观系统，使佛寺既能在山林中获得超越

性，又能融入城市生活。其具体呈现可从山体、水体、植物三类自然媒介的参与方式加以理解。 

其一，山体不仅承载寺观庙宇，更直接成为显圣的媒介。飞来峰孤峰挺立、岩洞嵌空的自然形态，

本身即具有脱尘出世的视觉心理效应，而其山体洞窟如青林洞、玉乳洞、龙泓洞等在五代至宋代被广

泛用于造像，使天然岩壁从可观之景转化为可朝拜观礼的场所。其二，水体把宗教清净观念转化为可

体验的仪式场景。在宗教象征体系中，水常被视为清净的象征，以净慈寺万工池为例，其本是防火水

池，后转为放生之用，外有重堤环绕、中央置假山花木与微型楼阁，既承载慈悲放生的教义表达，又

以水面、堤岸、岛景的层次组合模拟仙佛世界，形成动静相宜的修持氛围。其三，植物以构景的方式

塑造宗教体验，并完成宗教语义的在地转译。宗教区域中的植物不仅是构景元素，也承担宗教语义的

象征意义，灵隐寺大雄宝殿西侧即有两株七叶树，七叶树在佛教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象征

着小圆满、功德无量和生死轮回等佛教理念。正如白居易“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为僧家”（1988, 

p. 1843）一语所言，植物不仅是构景手段，更是修行载体、悟道媒介，使宗教秩序不仅存在于空间，

也沉淀为可被讲述的文化符号。 

其次，象征空间的生成关键还在于文化对自然的再命名与再解释。“灵竺佛国”的形成最具典型

性：慧理借“灵鹫飞来”典故为飞来峰命名，将灵鹫山这一传说中的佛陀说法之地转化为信众可知可

感的空间场域。其又并在周围连建五刹，使其由自然奇峰转化为佛国精神中心，此后灵隐与天竺依双

谷展开，逐渐形成结构有序的佛教聚落。灵隐寺与飞来峰在空间上形成对望关系，由此生成“飞来传

法—灵隐修法”的方位隐喻。随着吴越至南宋的持续营建，摩崖石刻、佛龛、石窟遍布飞来峰，其象

征意义在实践性营造中不断实体化。玉皇山亦然，玉皇山原称“玉柱峰”，自唐代起即为道教圣山，

吴越国崇佛背景下又被奉为“阿育王山”，转而成为佛教圣山。玉皇山孤峻高耸、视野统摄江湖山城

的地貌特征，天然适配祀天、通神的象征期待，又因“玉”与“育”、“皇”与“王”皆指向王权象征，

因此吴越时期郊台的设置、南宋皇室祭祀活动在此高度集中，以及钱王陵寝与皇室祠堂陵墓如褒亲崇

寿教寺、净教院等的分布，共同将玉皇山塑造成兼具“祀天”“祀祖”意义的礼制空间。可见，地理

形貌在文化叙事的解释中可以获得超越性的价值指向并持续影响其空间组织。 

因此，杭州佛寺所依托的自然山水是在宗教叙事与营造中被持续赋义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性并

不止于寺院建筑所构成的空间形式，而是深嵌入山水本身，自然地理与地质形态提供可感的形制条件，

宗教叙事与营造实践提供可读的意义机制，二者叠合，才共同建构出具有超越意味的宗教秩序。 

 

2.政治与经济催化新生格局 

南宋临安的宗教空间格局，并非地理文化的自然演化，也非对北宋东京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仿效

与变通的张力中，深受政治策略与经济资源配置的牵引，共同催化出的新形态。所谓“效学汴京气象”

（吴自牧, 2017, p. 269），主要体现在都城生活秩序的再造：北宋以来朝廷以制度化方式维持城市生活

的等级差序，“效学汴京”更多是一种都城生活方式与秩序感的复刻，它为南宋在南方重新建构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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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提供了社会心理与文化模板，但宗教空间的具体格局，却必须在南渡后的政治合法性叙事、礼制

实践需求与现实资源约束中重新生成。 

在政策与制度层面，南宋对宗教的治理框架基本沿袭北宋，其共同点在于宗教始终被纳入王权治

理的工具体系之中。《宋会要辑稿》载高宗论佛教，认为“一度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而一人为僧，

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故其态度是“但不使其大盛耳”（徐松, 2014, p. 9991）。这种

工具化不仅体现在观念上，更体现为高度制度化的行政管控与象征奖惩。从中央到地方的僧道管理体

系、敕额制度、赐紫衣与师号、乃至寺院的等级化，都构成朝廷调度宗教资源的制度工具。《大宋僧

史略》对“帘前师号”“帘前紫衣”的记述，正说明紫衣师号之荣观已成为朝廷笼络僧团、将宗教声

望转化为政治依附的方式（赞宁, 2015, p. 169）。与此同时，皇帝临幸与御书题额又进一步把宗教空间

转化为政治象征空间：如《咸淳临安志》言南渡后高宗、孝宗、理宗都曾临幸上天竺灵感观音寺并多

有赏赐之举（潜说友, 2012, p. 2899），理宗也在灵隐寺留有御书“觉皇宝殿”等大字（潜说友, 2012, p. 

2874），这些行为不仅提升寺院威望与香火收入，也使政治权威以宗教仪式的形式不断被确认。 

宗教制度可以延续，但宗教格局必须考虑实际情况。在土地紧张与财政约束之下，统治者必须把

有限的空间资源，优先配置给最能支撑礼制实践与合法性叙事的宗教设施。宋高宗建都初期，必须借

助地方士绅与大臣的土地支持，因此宗教区域的建立往往采取奉敕建寺、官员施宅建寺、民间自发营

建等多样化方式，如景灵宫由刘光世旧宅改建，法雨院由王俊民舍地建立。同时，由于建庙耗资巨大，

旧都东京的祠庙在临安仅有四座代表性重建，如皮场庙、昭节庙等，亦是出于成本与象征的双重考虑。

更重要的是，为宣示皇权正统性与维护神佑中兴的神圣叙事，皇室主导的宗教设施在区位上往往呈现

明显的选择性乃至逾制：如将地位低微的白马寺安排在太庙附近，有违前制；又如四圣延祥观，四圣

不过是道教中第三等级的神仙，仅因为四圣曾保护宋室南渡，又因真圣与孝宗面容相似，宋廷便将其

立于孤山之上，其规模与地理位置在所有的御前宫观中甚至超过太庙和景灵宫。 

在这一空间生产逻辑下看，道教宫观的分布正是礼制配置与资源再分配的结果。赵宋王室将道教

尊为国教，南渡初期朝廷亟需以宗法祭祀巩固合法性，御前宫观往往被布置在最具象征意义的区位，

并通过拆寺建观、并寺入观等方式在空间紧张的都城中获得立足点；中期以后礼制体系趋于稳定，道

观更集中承担祖宗奉安与国典仪式等功能，例如景灵宫孟飨、行香制度等，使其礼制属性进一步凸显；

至理宗朝在孤山设西太乙宫，又进一步强化了道教在湖山关键位置的政治占有。北山、孤山等关键位

置发生拆寺建观的宗教置换，也正说明宗教空间并非只属于信仰，而是国家在有限空间中对关键区位

进行支配与再分配的体现。同样的机制也作用于民间寺祠。民间神祠环太庙向心分布，并非单纯的民

间自发，而是在赐封与祀典体系扩张中被制度化的结果。太庙周边由此成为政治控制与神权依赖交织

的象征性中枢。 

可见南宋临安的宗教格局受到政治统治需求与现实资源约束的共同催化，它在对旧都的仿效与现

实的变通中，在城市空间建立起一套服务于王权合法性与国家礼制的宗教地理新秩序。 

 

3.移民与原住民引导聚合趋势 

宗教空间的建设归根结底服务于民众，因此人口分布与社会结构因而对寺庙、祠庙的设立与兴盛

具有直接影响，寺院能否兴盛，取决于其是否进入稳定的信众网络。南宋临安由于战争，外来移民众

多，宗教区域的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临安原住民与外来移民的信仰差异。 

首先，临安移民的地域性分布与地域信仰，推动了若干具备地域特色的民间寺祠在临安落地并形

成局部集聚。北方移民主要集中在钱塘县：“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脱脱等, 1985, p. 12949）。他们在

临安重建的东京旧祠仅有四座，包括嘉应公祠、二郎祠、昭节庙及惠应庙。其中以皮场庙（惠应庙）

最为兴盛，因其以治病、应试著称，深受士人青睐。虽庙址位于吴山，远离考场，但士人仍赴此祷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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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功名。南宋时期，皮场庙获得皇室赐封，建有多座行祠，理宗及谢皇后亦曾扶持，可见其宗教与

政治地位的显著提升。 

闽广船商移民多居于城东临海地带，其信仰核心为妈祖信仰，在临安建立了祀奉天妃的顺济圣妃

庙。《咸淳临安志》载妈祖原为莆田林氏女子，屡显神迹，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封其为“灵惠夫人”

（潜说友, 2012, p. 2605），后历封至“灵惠协应嘉应善庆圣妃”（吴自牧, 2017, p. 236)。顺济庙在临安

南北各建一座行祠，规模宏大，香火兴盛，反映出海商群体的信仰需求与影响力。 

川、湘移民则集中于吴山、凤凰山一带，此地被称为“客山”，多为外郡寄寓富户与江海商贾。

该群体的代表性信仰为梓潼帝君，梓潼帝君为蜀中神祇，主掌功名禄籍，深受士人敬奉。南宋时临安

在吴山承天观旁设梓潼庙，史载其“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吴自

牧, 2017, p. 236），并加封为“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遂成为士子求仕祈福的重要场所。由此可见，

移民不仅改变人口结构，也通过社群信仰将外来神祇嵌入临安城市宗教网络。 

其次，从整体人口密度与阶层分布看，临安宗教空间呈现出与人口结构相互折射的趋势。南宋杭

州城是“南北展而东西缩的狭长市区”（阙维民, 2000, p. 29）。日本学者斯波义信（2001）对此城市格

局进行更细致的划分：西城垣外是西湖畔的别墅地、风景区，西城垣内是狭长的官绅区。盐桥运河东

段的城垣内，中部是中产以下平民的居住区域，南部又是官绅区（p. 345）。据《咸淳临安志》载，临

安城南厢人口视北厢为倍，信众密集使得即便城东南缺少湖山胜景，寺庙数量仍不输于湖山周围，反

映出宗教设施在数量层面往往随人口就近分布。与之相对，城西、城北湖山区域虽寺庙数量较少，却

因风景秀美、佛法尊荣，自吴越以来即获皇室与士大夫青睐，灵隐、天竺等地名僧讲法、文人游览频

仍，宗教声望与影响力反而更高，所谓“国朝驻跸，隐、竺之价日高”（潜说友, 2012, p. 2891）。因此，

临安宗教空间呈现东南多而小、西北少而强的等级化分布：前者对应平民与移民的日常供奉聚落，后

者对应官绅与精英的资源投入与文化加持。这样的分布恰恰是临安人口数量与民众政治经济势力决定

的。 

综上，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聚合趋势，一方面由移民社群带来的外来信仰推动，在钱塘、城东临

海、吴山、凤凰山等区域形成具有来源地特征环太庙而建的祠庙节点；另一方面则由全城人口密度与

阶层分布所塑造，促成东南多而小、西北少而强的结构性分化。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文化意义 

 

南宋临安的宗教区域，不仅是构成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承载了深层的文化精神意义。南

宋临安宗教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既在于反映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更在于折射从“王

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1.反映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文化意义，首先体现为其完成了宗教空间从抽象“空间”向承载记忆、情感

与认同的“地方”转化的过程。从地理批评的视角来看，地理是空间的物理基础，空间则是抽象、可

规训的容器，而“地方”则是被人的文化经验所赋义的具体场域，是社会实践中情感与记忆的沉淀之

所，正如段义孚（Yi-Fu Tuan, 2017）所言：“当我们感到对空间完全熟悉时，它就变成了地方”（p. 60）。 

祁立峰（2015）指出，佛教从山林走向城市，并不意味着神圣性的消解，反而反映出神圣通过政

治制度、文人书写与日常实践进入城市生活的过程（p. 120）。在南宋临安，这种空间转义尤为明显。

作为南宋行在，临安的宗教空间本身就具有重构性。宗教区域因位处城市的嚣华之地，不可避免地被

城市生活所嵌入与重塑，原本肃穆清净的寺院空间，被商业活动、节庆香市、公共交流等日常实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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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填充。 

这种空间重构突出体现在空间功能的调整。西湖周边的佛寺园林，与城市山林无缝衔接，天然成

为市民游赏、节庆集会、士人交游的公共空间。不仅如此，寺庙还通过大型法会、香会、施食、放生

等活动与市民社会的节令节奏高度协同，在坊市民俗与商贸活动中强化其文化存在，使宗教经验变得

可见可感，成为南宋临安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纽带。同时，士人群体也通过题咏、游记、碑铭等文

化书写手段，将保俶塔、雷峰塔、葛岭、孤山、龙井等地赋予象征性与人格化特质，转化为寄托修身

之志、表达人格理想的文化空间，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宗教区域的情感认同，形成重叠于现实地图之

上的文学地理。 

从文学文本角度看，临安宗教区域还频繁出现在话本小说、笔记传奇等大众文学叙事中，成为地

方认知的重要虚构维度。例如，《西湖三塔记》便是在《洛阳三怪记》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两者在

人物结构、节令顺序与事件设置上高度相似，但《西湖三塔记》因其将故事嵌入杭州西湖三塔的地理

空间，实现了叙事的在地化重构，从而获得广泛流传。三塔原为北宋元祐年间苏轼疏浚西湖时所建，

用以划定湖中禁采范围，保障水源。该故事则将此现实措施宗教化为“镇妖压邪”之举，以塔镇水妖，

回应临安水患频发的集体经验，六和塔之于镇江的民间传说，亦属同理，宗教信仰在此不仅提供对灾

难的解释框架，也构建起地方社会的象征秩序。此外，《夷坚志》中记述的景灵宫道士、上天竺观音

故事，以及《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灵隐寺与净慈寺的场景设定，也都使得这些宗教区域不仅成为叙

事的背景，更是承载意义的“叙事地方”。随着故事的流传与反复讲述，不断加深对临安湖山寺观的

文化认知，进一步深化了公众对临安宗教区域的情感投射与文化认同。 

正是在这种文化书写与日常参与的叠加中，临安宗教区域才成为临安城市身份与地方记忆的空间

化呈现：对皇室而言，寺院与礼制相互支撑，参与合法性叙事与国家秩序表达；对士人而言，寺院成

为山水理想、人格修养与群体交游的文化场所；对市民与移民群体而言，寺院通过慈善、接待、施茶

施药等功能进入世俗生活，提供精神慰藉与社会互助。山水提供形体，文化赋予意义，实践沉淀精神

认同，临安宗教空间一方面承载历时叠加的文化沉积，另一方面又以共时的社会实践不断更新，最终

把“空间”转化为可认同、可归属、可持续被讲述的“地方”，因此，宗教空间不仅是物质景观的构

成，更是临安城市记忆的核心符号系统之一。 

 

2. 折射从“王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格局，深刻折射出地理意识的显著转变，其空间布局与文本书写均呈现出从

“王城中心”向“湖山中心”演变的趋势。 

一是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逻辑发生转变。邱晓（2019）指出，在传统的王朝空间观中，任何地点

理论上都可被作为空间原点，这个原点往往带有“我”或“神”所象征的中心性。空间方位的确立与

中心的认定密切相关，有了中心，才有四方上下；中心与周边、方位与原点，是彼此依存、对立统一

的（p. 86）。古人以帝都为天下中心，皇帝凭借其天子的身份坐镇大地中央，中原文化则凭借其深厚

的教化内涵，显现出相较于周边部族的文明优势，都城从而体现出天下中心所具备的神圣特质与优越

地位。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7）中频繁使用“四至八到”，通过描述各州县距离东京等核心城

市的路程作为表示方位距离的方法来定位各州县，其记载杭州“四至八到”如下： 

“东北至东京二千八百里。西北至西京二千五百里。西北至长安三千四百里。东至苏州

三百九十里。南至越州一百三十里。北至湖州一百九十里。西至歙州四百七十九里。东南至

思俗山至越州总一百七十里，又云渡浙江一百三十里。西南至睦州三百一十五里。西北至宣

州四百九十六里。东北至苏州三百六十九里。东北浙江入海处一百里。”（p.1862） 

无论城市距离国都东京远近，都会以东京为第一坐标进行衡量，可谓这一地理中心意识的直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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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的宗教空间布局充分体现了这一中心主义逻辑。重要佛教寺院如相国寺、太平兴国寺等，

集中于皇城附近，承担国家祈雨、科举题名等功能，是皇权与宗教相互映照的象征性场所；道教宫观

如玉清昭应宫、上清宝篆宫等，同样位于宫禁要地，强化“天人合一”的合法性结构。这种自上而下、

放射状的“宫—坊—市”空间次序，反映出北宋制度化、等级化的宗教管理逻辑。相比之下，南宋临

安的宗教空间受地形影响更大，政治主导性相对减弱。佛寺主要分布于西湖周边山地，形成环湖五大

集聚区，呈因山就水之势，环西湖佛寺中，既有皇室功德院、国家祈雨场所，也有市民日用佛教与文

人游观结合的隐逸空间，呈现制度性与民间性并存的特征；道观多位于宫城近旁及礼制象征节点，体

现出逾制建观的皇权介入特征，强化了政治象征地位；而民间信仰寺祠则以太庙为中心形成环太庙式

的向心结构，显示出民间信仰在国家礼制吸纳下的整合化与多元共生。 

如图 5、图 6 所示，这种空间布局不再服从“宫—坊—市”的等级秩序，而是在“城—湖—山”

的地貌基础上，构建出宗教区域之间互为依托、彼此交织的复合空间网络，反映出从以皇权为轴心的

中心主义布局向以自然地貌与民间实践为依据的地方性空间结构的转变。 

      

图 5 北宋东京宗教区域分布图/图 6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分布图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Areas in Northern Song Dongjing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Areas in Southern Song Lin’an 

二是空间叙事结构发生同步转向。潘晟（2008）提出，宋廷南渡后，由于偏安一隅、失土辱国的

历史创伤，逐渐放弃了整体“图绘天下”的企图，转而追溯“禹迹”、绘制“华夷”，试图在“文化天

下”的叙事框架中，重建一种象征性的家国秩序与政治地位（pp. 116-117）。这一转向，标志着从“疆

域天下”到“文明天下”的地理认知转型，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地理书写的结构逻辑。《咸淳临安志》

《太平寰宇记》等地志不仅是地理事实的记录，更体现了士大夫对“地方”与“中心”重新定位的尝

试。 

临安三志中最为完备的《咸淳临安志》序文鲜明地体现了以潜说友为代表的南宋士人所特有的地

理意识：“《禹贡》称‘冀州既载’，释者谓以贡赋役事载之书。其于天子所自治之国，谨重固如此。

九州岛攸同，言归旧京。圣子神孙，尚克念哉！光尧怀禹之遗志云。”（潜说友, 2012, p.6）潜说友在其

绘制的《九县山川总图》中，并未将都城临安置于画面中心，但在表达方位时依旧沿用城内、城外的

分区模式，体现出一种试图从皇权中心出发对城市进行空间重组的努力。这种划分方式反映出他所坚

持的“王城中心”地理意识，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空间组织结构，也暗含着士人对“权力中心”

失落的深层焦虑。然而西湖作为空间实体的实际地位，早已超越了“城外”的边界。因此，潜说友在

划分寺院布局时，不可避免地采用围绕湖山的片区结构，而非传统自皇城中心出发的等级差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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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空间叙事方式变化显示出尽管南宋士人仍保留城内、城外的皇权空间划分，但其对佛教空间的书

写和分区，实质上已转向以西湖为地理核心的空间认知，这正是南宋临安城市空间在经历政治中心转

移与地方意识增强之后，自然生成的结构性回应。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建构，是自然地形、历史传统与政治格局多重作用下的产物。临安佛教、道

教与民间信仰等三类主要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特征并非散乱无序，而是各自遵循特定的空间逻辑：佛

教寺院依山环湖，道教宫观扼守礼制节点，民间寺祠则围绕太庙形成向心集聚态势，整体呈现出一种

共生互嵌的空间格局。临安宗教空间的建构受到地理与文化、政治与经济、移民与原住民等多重因素

的共同塑形，体现出历史传统与现实格局的层层叠加与互动。从文化意义层面看，临安宗教区域不仅

作为地理实体参与城市运作，更通过制度表达、日常实践与文学书写，完成了从“空间”向“地方”、

从“王城中心”向“湖山中心”的叙事转型，成为临安维系地方认同、凝聚文化记忆与规范社会秩序

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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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n Yan Er Pai represents the pinnacle of vernacular stories (huaben) in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its urban depictions have often been interpreted as faithful reflections of actual geography, while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ilers, FENG Menglong and LING Mengchu,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Drawing on Peter Turchi’s five categories of literary cartography, Robert T. Tally Jr’s spatial theory, and 

Michel de Certeau’s theory of urban spatial practice, this paper positions “selection and omission” as the core 

cartographic strategy and materializes it into three spatial indicators: toponym frequency, landscape density, 

and route trajectory, thus revealing how FENG and LING reconstruct urban space through selection and 

omission. First, by adjusting toponym frequency to relocate the cartographic center, the compilers reorganize

the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Second, through the highlighting and omission of landmarks, they reshape urban 

spatial memory. Finally, by adding or removing plot nodes to alter character trajectories, they reconstruct 

perceptions of internal urban space. In this way,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re detailed cartographic strategy and

quantifiable operational approach for literary car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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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言二拍”是明代话本小说的巅峰之作，但其城市书写常被视为对现实地理的还原，而编者

冯梦龙与凌濛初的主观建构作用也长期被忽视。本文基于彼得•图尔奇的五种文学绘图范畴，借鉴罗

伯特•塔利的空间性理论、德•塞托的城市空间实践理论等，将“选择与省略”作为核心绘图策略，并

将其具体化为地名频率、景观密度、路线轨迹三项空间指标，从而揭示了冯梦龙与凌濛初如何通过取

舍重构城市空间。首先，通过调整地名频率移位地图中心，重组了区域空间格局；其次，通过对地标

景观的凸显与留白，重塑了城市空间记忆；最后，通过增删节点改变人物路线轨迹，重建了城市内部

感知。由此，本研究为文学绘图提供了更细化的制图策略，以及可量化的操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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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小说是一种以现代口语或简单文言写作的短篇或中篇故事（Mair & ZHANG, 2025, p. 554），

通常也称为白话短篇小说（vernacular short story）。这种诞生于说书场环境的叙事文体，最初依靠听

觉媒介传播，须通过清晰的地名转换提示帮助听众建立空间感知，因而在故事中使用大量真实地名、

地方景观及准确路线，绘制出充满细节的城市地图。到明代时，话本小说完成了从“说话”技艺到书

面文学的转换，并出现了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凌濛初的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这样的典范之作，但它们仍保留了话本的空间组织

形式，营造出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这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小说叙事空间是对城市空间的客观复原。

然而，即使为同一时期、同一文类的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绘制的城市地图也有差别。这是

因为文学地图除了易被察觉的客观性，还具有主观性。

文学地图的主观性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地图的主观性，二是文学的主观性。地图的主观性是指

所有地图都会带入制图者的主观立场和价值判断。正如马克•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 1996）所强

调的，要想展示“有用且真实”的图像，精确的地图“必须说些善意的谎言”（p. 1）。文学的主观

性体现在所有作品都是经过文学想象和艺术加工的产物，即使作品地理与真实地理高度相似，它也并

非客观世界的简单复制。彼得•图尔奇（Peter Turchi, 2004）论述了作家如何在创作中绘制“想象的地

图”，并总结出五种文学绘图范畴：选择与省略；惯例的遵循与背离；纳入与顺序；赋形或形式问题；

直觉与意图的平衡（p. 25）。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在其基础上，将文学绘图由创意写作

技巧拓展为一种文学空间批评及实践。塔利（2013）将“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定义为“创

作者或叙事者所进行的类似制图的活动”（p. 46），强调小说是一种文学绘图形式，且其绘制不限于

现代，也适用于历史作品（Tally, 2009, p. 14），为通常用于后现代小说分析的文学绘图理论在中国古

代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塔利（2013）并未对图尔奇提出的五种范畴等量齐

观，而是重点讨论了“选择与省略”，其他四个范畴则贯穿其中（p. 50）。这已触及文学地图绘制的

本质——作家并非被动摹仿现实地理，而是通过主动取舍来建构意义空间。

基于此，本文将“选择与省略”作为“三言”“二拍”文学绘图的核心制图策略，并将其具体为

三项空间指标——地名频率、景观密度、路线轨迹，从而揭示冯梦龙和凌濛初如何通过对地名、景观、

路线等地图元素（张袁月, 2014a, pp. 215-223）的选择与省略，绘制文学地图，重构城市空间。

地名频率：中心的定位与移位 

 

 

地名是地图上的必要注记，承载着空间定位与地理识别的功能。但制图区域显示的地名，并非对

应现实区域的全部地名，而是经由制图者选择与省略后显示的地理事象。被择取的地名往往指向作家

/制图者想要强化或聚焦的空间意涵，被省略的地名则暗示着空间记忆的遮蔽、回避或边缘化。作者

认为重要或熟悉的地名，在文本中出现频率相对更高，作者不重视、不关注的地名则倾向于被省略或

极少提及。换言之，作品中地名频次的高低、书写的详略，反映了文学绘图者对特定区域空间的关注

程度、情感倾向与价值取向。作家高频书写的地名定位了他所绘制文学地图的中心区域。即使是历史

地图上处于中心区域的城市，如果书写频率低，那么它在文学地图上会被移到边缘位置。相反，历史

地图上的边缘地区，也可能因为高频和细致书写而向中心移位。

45

文学地图的中心/边缘与历史地图的中心/边缘并不必然重合，这一现象在塔利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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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ity）中已有所论析。塔利（2013）借助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于“真实的”与“象

征性的”（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边缘区域的揭示，指出“远离伦敦或巴黎大都市中心的偏远地区

（distant lands）的种种动向，实际是英国、法国及美国文学与文化形成的核心所在。”（p. 90）由此，

塔利将通常并列对立的“中心/边缘”重新关联，提出了“边缘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the periphery）

（p. 90）。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可转换性正反映出作家对空间权力关系的主动建构与重构。一方面，作

家的绘图行为须受制于文本内部的叙事逻辑与空间逻辑，另一方面，也受到作家自身地理认知、情感

经验与时代语境的规约。因此，文学地图更类于一种“热力图”，包含了双重维度。一重维度为平面

维度，体现为平面区域里地图元素的空间分布；另一重维度则是立体维度，体现为地图元素的热力强

度，即可视化的地名频率。如果只关注平面维度的空间分布，容易把城市区域视为均质化的空间，而

统计地名频次所形成的热力强度，则可反映城市空间的异质性与层级性。

 

 

与地理制图多将象征权力的政治中心置于地图中心的做法相似，中国古代作家常以都城作为文学

地图中心，例如唐代的长安、明代的南京等。因此，在话本小说地图上，北宋（960-1127）都城东京

（也称汴京、汴都等，今开封市）与南宋（1127-1279）都城临安（也被称为“行在”，今杭州市）位

于中心区域。然而，在话本小说兴起的宋代，由于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小说的书写重心开始转向市

井日常生活空间。这与宋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密切相关：宋以前的古代城市“基本上是属于以政治

为中心的郡县城市”（葛永海, 2022, p. 76），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往封闭式的里坊“界标逐

渐模糊”，街巷成为“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葛永海, 2022, p. 79）。比较象征政治的皇室空间与承

载日常的市井空间就会发现，“御街”这样的政治性空间标识，在宋词中形成了“御街行”这样的词

牌名，但在话本小说中复现频率却远低于“茶坊”“酒楼”等市井空间标识。同样，南宋都城临安皇

城所在的凤凰山区域的地名频率也远低于临安城外的西湖游赏区域。这说明，话本小说地图中心虽然

看似仍为两宋都城，但东京与临安在话本小说中的高频书写已不单纯是因为其政治中心地位，而是因

为它们也是说书人活跃与市民听众集中的核心文化场域。

 

具体至“三言”“二拍”，从平面维度来看，两者的文学地图均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区域，并在整

体上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江南既是冯梦龙与凌濛初生活的熟悉地域，也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因而地名分布较密集；而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地名较少且分布分散（费团结、陈

曦, 2017, pp. 28-29）。但从立体维度来看，“三言”“二拍”中的地名热力分布却有所差异。对“三

言”“二拍”中所有地名进行提取与频次统计，结果显示，“三言”中有 7 个地名词频超过了 50 次，

它们都是都城或繁华城市，其中，临安词频列于首位。从地理分布来看，除唐都城长安、北宋都城东

京分布在北方，其余 5 个地名临安、杭州、扬州、苏州、南京皆为江南城市。由此可见，“三言”文

学地图的重点区域正是冯梦龙熟悉的江南水乡，而南宋都城临安则位于地图中心。用同样的方法，对

“二拍”地名进行统计分析，两宋都城仍属于高频书写区域，但“二拍”中的最高词频地名变为“苏

州”。这个差异与我们印象里话本小说以两宋都城为地图中心的判断并不一致。不过，“三言”“二

拍”作为先后刊刻的五部话本小说集，其中的时间差与创作变化可以为我们揭示文学地图中心的移位

过程。

46

在刊行最早且保留大量宋元话本旧篇的《喻世明言》中，南宋都城临安的词频高达 72 次，是所

有城市地名中出现频率最高者，词频位居第二的则是北宋都城东京。这反映出孕育于说书场中的早期

话本小说创作与传播特点，即，北宋都城东京是最初话本小说的聚焦对象，宋室南渡后，说书人与大

量移民一起流落临安，临安也随之成为话本小说的书写中心。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小说创作也

越来越商品化，苏州、扬州等明代商品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运河城市逐渐成为新的叙事焦点。在《警

世通言》中，临安出现的频率明显下降。而到“三言”最后一部小说集《醒世恒言》刊行时，临安虽

仍属高频词汇，却不再是最高词频地名，苏州、扬州等地出现频率均高于临安，反映出南宋临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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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心在话本小说中逐渐淡化的事实。这样的变化在崇祯年间刊印的“二拍”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不仅临安的书写频次锐减，而且苏州、徽州、成都等城市的地名频次皆超过了临安。尤其是苏州，在

“三言”中，苏州书写频次仅位列第六，到“二拍”则跃升首位，且地名频次为临安的两倍多。如果

用“地理影响文学”的传统观点来推论，苏州应该在苏州作家冯梦龙笔下出现频次最多。为何作为浙

江乌程人的凌濛初将苏州置于“二拍”文学地图的中心？

 

文学绘图理论对于作家主观建构性的重视，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冯梦龙与凌濛初在

编撰“三言”“二拍”时，体现出明代话本小说的文人性特征：一方面刻意保留说书人口吻并遵循话

本小说体制，另一方面融入创作个性与地域经验，使原本代表群体意识的话本小说“开始带有了个性

化的烙印”，甚至成为“个人感受的外壳”（刘勇强, 2015, p. 35），这可以对应于图尔奇（Turchi, 2004, 

p. 25）五种绘图范畴中的“惯例的遵循与背离”。这种带有主体意识的“背离”，使冯梦龙和凌濛初

在定位文学地图中心时，可能选择不同的城市坐标。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冯梦龙代表着传统士人意识。他在编纂“三言”时，仍以临安作为核心坐标

置于文学地图的中心，正是延续了士人阶层对于正统政权与秩序的象征性维护。一个显著的辅证是，

冯梦龙（1958）在将唐传奇《吴保安》改编为话本小说《吴保安弃家赎友》时，情节没有太大改动，

却特意添置了“长安”这一地点，并指出吴保安亲赴长安送信需跋涉三千余里（p. 133）。这正是利

用了长安作为儒家权力中心的空间象征意义，将儒家所倡导的知情重义品格外化于主人公行为中。相

比之下，出身刻书家族的凌濛初更倾向于以市场和读者为中心来绘制文学地图。据“三言”“二拍”

的序言可知，冯梦龙和凌濛初都是受书贾之托而编纂话本小说。不同的是，冯梦龙仍强调小说的教化

功能，凌濛初则大方承认编纂“二拍”是“三言”畅销后的效仿之举，具有明显的商业动机和明确的

市场导向。

 

这也就不难理解苏州何以能成为“二拍”文学地图的中心。因为晚明苏州不仅是新兴的商品经济

城市，更是当时的出版中心，白话小说编创文人群体聚集于此（许振东, 2005, p. 154），读者市场也

比较成熟。“三言”“二拍”刊印之际，正是苏州书坊迅猛发展的时期，万历时苏州书坊仅 4 家，天

启时增加到 11 家，崇祯时则增至 17 家，而曾作为明代出版中心的建阳，天启、崇祯年间的本地书坊

仅各有 1 家（张袁月, 2014b, p. 35）。凌濛初搜集编创“二拍”故事的主要地点在南京，但出版时却

交由苏州尚友堂刊印，这也印证了他对出版市场的重视。如果说“三言”中苏州的高频书写源于冯梦

龙的地域意识，那么“二拍”中“苏州”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城市，则更多是凌濛初对苏州经济文化

地位的一种回应。与之可为照应的是，明代中后期徽商活跃，也使“徽州”在具有强烈商品意识的“二

拍”中，成为仅次于“苏州”的高频地名。

 

事实上，即使是坚守教化理想的冯梦龙，其城市书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晚明商业社会现实的影响。

《喻世明言》在“三言”中最早成书，也最接近宋元话本传统，但其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已透

露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在小说本事《珠衫》的文学地图上，两位男主人公的相遇地被省略，冯梦龙则

将相遇地明确标注为苏州枫桥。枫桥在明代是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这样使本处于相隔很远地理空间的

蒋陈二人，因其共同的商人身份，合情合理产生了路线的汇合点。不仅如此，枫桥还是明清时期全国

最大的米豆集散地，而小说中陈大郎贩籴的货物正是米豆之类。《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

友》更是直接以小手工业劳动者为主角，反映出晚明苏州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面貌。这种对苏州

场景的细致书写，与临安地名的高频出现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文学绘图五个范畴中的“直觉与意图

的平衡”（Turchi, 2004, p. 25）。冯梦龙选择宋代都城作为文学地图中心的主观意图是遵循历史叙事

传统，维护正统教化秩序，但在苏州生活的直觉经验却使他在书写苏州时，融入真实的细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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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冯梦龙与凌濛初对于文学地图中心的不同选择，反映了两人对历史记忆与现实关注

的不同侧重。这种分异也折射出在晚明商品经济冲击下，城市空间叙事焦点由政治中心向商业中心转

移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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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密度：地标的凸显与留白 

 

 

 

 

景观是文学地图上的一类特别地名，它们不仅是地理区域，也附着于地理实体。景观通常被分为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大类，由其功能属性可细分为政治景观、宗教景观、市井景观等。在绘制城市

文学地图时，作家需要在空间区域中填充不同的景观，从而使城市具有可视性和可感性。这实际可归

为图尔奇（2004）五个文学绘图范畴中的“赋形”（shape），即作家通过对城市景观的选择与组合，

组织文本的结构及形态（p. 25）。因此，文本中某个区域的景观被凸显或是留白，景观密集分布或是

稀疏分散并非偶然，而往往是作家绘图意图的具象呈现。

美国制图学家阿瑟·罗宾逊在其主编的《制图学要素》（Elements of Cartography）中将制图时对

地理要素的处理总结为选取（selection）与概括（generalization）两项关键操作：制图者先选定用于绘

制的地理要素和属性，然后通过分类、简化、夸张等手段进行地图概括，确定和突出重要特征，剔除

不必要的细节（Robinson et al.,1995, pp. 450-451）。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文学地图的绘制：作家首先

要决定在故事或地图中纳入的元素（Tally, 2013, p. 50），然后“必须挑选出某个故事或地点的细节，

才能使地图具有意义”（p. 54）。如果说地名频率的高低反映了作家选取哪些地理要素纳入制图区域，

那么景观密度的疏密则揭示出作家对区域或地点细节的概括程度。这时，文学绘图者仍以“选择”与

“省略”作为核心制图策略。当作家倾向于选择细节，则景观密度趋高；当作家省略细节，景观密度

也会相应降低。由此，通过对文学地图上景观密度分布的观察，即可推断作家对某个区域的感知深度

和情感强度。

 

 

以“三言”“二拍”中的两宋都城为例。“东京”与“临安”皆属于文学地图上的高频地名，但

两座城市的景观密度却有显著差异，临安景观的密度相对更高。比如，《喻世明言》第十一卷《赵伯

升茶肆遇仁宗》写仁宗“出了朝门之外，径往御街并各处巷陌游行。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

乃是有名的樊楼。”（冯梦龙, 1958, p. 180）仅用朝门、御街、樊楼三处景观勾勒皇城外围轮廓，对

作为东京地标景观的樊楼描述也比较空泛。而在同一部小说集中，《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

尚度柳翠》对妓女柳翠在临安的居住坊巷却描绘得十分详细：“原来南渡时，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

坊这条街，金波桥下，有座花月楼，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去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

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冯梦龙, 1958, p. 464）这段话

仅短短几句，却密集出现了 12 个桥、楼、坊、巷等景观地名，且用方位词标识其空间关系，绘制出

柳翠居住区域的文学地图。这段介绍对情节推进并未起实际作用，冯梦龙的主要意图是通过这些密集

而精确的景观细节，建构出世俗化、商业化的临安城市形象。而列举瓦子来说明“临安府最盛”，这

种叙述逻辑透露出冯梦龙以瓦肆繁华来映照都市气象的绘图策略。迈克•克朗（Mike Crang, 1998）曾

提到，“城市不仅仅是行动或故事的背景，对城市景观的描绘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看法”（p. 

49）。冯梦龙将皇城周围与瓦肆附近的景观注记在“三言”文学地图上，正是基于他对临安兼具皇权

象征与市井气息的城市品格之体认。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这种书写彰显皇家“与民同乐”的气象——

而都城繁华和市井活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里，历来被视为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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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因其具有景观标识的意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具有公共价值的认同，体现出“精神磁

场”（梅新林, 2022, p. 42）的功能。对于传统中国作家而言，并非所有建筑地点都适合作为写作主题，

只有当地标和纪念碑等建筑能满足人们对逝去过往的怀古之情时，才值得被提及（Wang, 2003, pp.494-

495）。因此，对东京樊楼、金明池，临安西湖等地标的景观密度处理，实际可以反映作家对于历史

的感知深度与情感强度差异。例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同出于《警世通

言》，均在题目中标识出景观，叙事时空也都在宋代、清明节，情节都涉及人物游玩观景，但前者对

临安地标西湖的描写极尽详致，将雷峰塔、苏堤等西湖景观密集列出；后者对同为地标的东京金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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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书写简略，缺乏具体空间标识。在话本小说名篇《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冯梦龙（1956b）甚至

将分别位于城西与城东的金明池与樊楼并置于邻近空间：“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

有座酒楼，唤作樊楼。”（p. 274）这种空间逻辑错误在以往通常被视为作者地理知识的疏漏或地理

经验的缺乏，但从文学绘图的角度来看，作者实际是在进行地图概括时，压缩了空间从而省略了地标

景观之间的其他景观细节，仅保留最具象征意义的核心地标。

 

即使是对于同一地标景观，不同作家也会由于情感投射与价值取向的差异而调整景观密度。在众

多景观中，西湖大概是被话本小说书写频次及密度最高的地标。在话本小说世俗化的文学场域里，西

湖已由湖光山色的自然景观，逐渐演化为容纳帝王巡游、文人雅集、市民游乐、商贾贸易的复合空间。

各阶层对西湖的共同关注，使西湖在话本小说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景观。对“三言”“二拍”

景观地名的统计也显示，“西湖”的热力值最高，且与“临安”的共现值也最高。这表明，西湖不仅

是临安地标景观，更成为城市意象的核心符号。当西湖景观群在小说里密集出现，即“凸显”时，作

者强调湖山胜景，由此映照临安的繁华盛景，进而折射南渡后社会的富庶安定。当这些景观群由密集

转为稀疏，即“留白”时，意味着西湖从审美意象泛化为背景空间，也预示着临安由文学地图中心向

边缘的移位。

 

 

 

“三言”中的临安地名频率远远高于“二拍”，与之相应的是，冯梦龙绘制的“三言”西湖地图

也更加具体清晰，不仅有其他小说写西湖时常列举的白公堤、雷峰塔、断桥等，还有不常见的翠屏山、

沈公井等，地名丛集、细节丰富。在《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冯梦龙（1956a）

不仅以西湖景致开篇，用传说轶事等串联起金牛寺、飞来峰、冷泉亭、孤山等数个西湖景观，还通过

男主人公在西湖区域的行走，将西宁桥、孤山路、四圣观等景观一一绘制在小说地图上，以高密度的

景观聚集向读者展现出名胜与市井交织的临安繁华图景（pp. 400-402）。这种“临安繁华梦”的城市

意象，与“三言”其他篇目中所展现的临安城市图景是基本一致的。

 

到凌濛初的“二拍”中，西湖不仅书写频次骤降，而且景观密度也大为降低。西湖周边的景观分

布松散，仅有断桥、灵隐寺等寥寥数处。《拍案惊奇》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与《白

娘子永镇雷峰塔》一样，都写到小说人物游赏西湖，但与后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者仅提到一句“来

到杭州西湖上游赏”（凌濛初, 2012a, p. 237），西湖被处理成一处“留白”的景观区域。不过，凌濛

初并非对所有景观都一概简略。同样出自《拍案惊奇》的另一篇小说《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

诛邪》，入话用大段描写南京地标燕子矶，介绍其得名由来，还提到燕子矶上的亭子“最是金陵一个

胜处”（凌濛初, 2012a, p. 325），之后才转到故事发生地弘济寺。正话要讲天竺观音显灵之事，却先

以《风》《花》《雪》《月》四词来咏浙江的会骸山——这种铺陈手法曾常见于以西湖为故事场景的

小说中。从叙事时空来看，这篇小说入话以徽商为主角，正话提到故事发生在洪武年间，是一个明代

故事。可见，“二拍”并非文笔简略，而是对南宋故事的关注度降低，在写明代故事时，其城市地图

就会具体细致得多。这说明，凌濛初并非不用细节填充城市地图，只是在他将关注重心由历史临安转

向现实江南后，西湖作为临安地标符号的表征也不再凸显。

 

从西湖景观的复现情况也能发现西湖地位的变化。“三言”西湖景观群中诸如“吴山”“灵隐寺”

等复现地名有 32 个，单是“吴山”便出现 127 次，而到了“二拍”中，西湖景观群复现地名锐减到

了 9 个，“吴山”仅出现 1 次。这与临安在“二拍”中频次大幅降低，不再是主要的书写对象，两者

趋势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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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2013）在《空间性》中强调，“当作者选择哪些元素凸显展示，哪些留在背景中，并以最

适合的方式来安排元素使其实现作者希望的预期效果，他们同时也在决定这将成为‘何种类型’的叙

事或地图。”（p. 54）。同样，当作者选择哪些景观元素凸显、哪些隐去时，他们也在决定这部作品

将成为何种类型的城市地图。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城市地图都是不完整的（incomplete）绘制，所

有的城市空间也都是选择性的（selective）重构。




